
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机制与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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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出口贸易壁垒和进口贸易壁垒的实施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 本文在归纳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基础上，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中国制造业 ２５ 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 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

行了验证。 研究发现： 出口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提高，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出口边际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传导机制

实现的； 进口贸易壁垒则阻碍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这种影响主要源于

对研发投入和中间品进口规模的抑制。 进一步研究还发现， 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特

征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差异。 本文的研究， 明确了出口贸易

壁垒和进口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利与弊， 对推进中国制造业提

质升级或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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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规模跃居世界第一，
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做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 目前中国制造业仍处在国际分工中低

端， 大而不强等问题突出， 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的任务十分紧迫。 随着中国经济进

入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制造业提质升级不仅成

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而且还决定着制造业能否迈上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 对落实建设制造强国战略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也非常重要。 研究表明， 制

造业提质升级本质上是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而产业国际竞争力主要由产业出口

技术复杂度决定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１］； 周茂等， ２０１６［２］ ）。 因而自然有这样

的疑问，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是由哪些因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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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结果显示， 发达国家的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受到收入水平、 人力资本

质量和研发投入等因素的驱动 （Ｌａｌ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３］； Ｅｒｍｉａｓ， ２０１４［４］ ）， 东南亚等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则主要由贸易自由化、 关税和外商直接投资等

因素决定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ａｎ， ２０１６［５］； Ｘｕａｎ， ２０１６［６］）， 而中国产业出口技术

复杂度受到基础设施 （王永进等， ２０１０） ［７］、 金融发展 （齐俊妍等， ２０１１） ［８］、 对

外直接投资 （陈俊聪， ２０１５） ［９］、 研发投入 （陈晓华， ２０１２） ［１０］、 知识产权保护

（代中强等， ２０１５） ［１１］、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１２］、 技术市场

发展 （戴魁早， ２０１８） ［１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以上研究尽管从不同视角深刻解释了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 却尚

未关注贸易壁垒对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可能影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中国积

累的巨额贸易顺差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的同时， 也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增

加。 以反倾销调查为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 中国累计遭遇世界反倾销调查 ９２５ 起，
占世界调查总数比例高达 ２６􀆰 ０６％①。 事实上， 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一些

决定因素 （如出口边际、 对外直接投资、 研发活动和中间品进口） 产生了直接且

重要 的 影 响 （ 梁 俊 伟 和 魏 浩， ２０１６［１４］； Ｂｅｌｄｅｒｂ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１５］； Ｔｅｓｈｉｍａ，
２００９［１６］； 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因而， 贸易壁垒可能是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重要因素。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升级以及中国制造业提质升级任务日益紧

迫的背景下， 能否找到贸易壁垒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的契合点， 做到趋利避

害， 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由此迫切需要解答如下问题： 出口贸易壁垒和进口贸

易壁垒是否会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如果是， 其影响机制是什么？ 进一步

地， 什么样特征的行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受到贸易壁垒的影响更加显著？
目前仅有少量文献涉及到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如周茂等

（２０１６）、 戴翔 （２０１６） ［１７］ 关注了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发现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

杂度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有着显著的提高； 杨连星等 （２０１７） ［１８］考察了国外反倾

销措施的影响， 发现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存在抑制作用； 盛斌

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探究了进口关税下降的影响， 研究证实， 进口关税下降带来的

贸易自由化加速了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以上文献大多聚焦于贸易自由

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虽然明确了国外反倾销措施这一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作

用， 但并没有解答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出口关税壁垒和进口关税壁垒对制造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可能影响， 也未回答后面两个问题。 有鉴于此， 本文着力探究出

口贸易壁垒和进口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试

图在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升级的背景下， 从贸易壁垒的视角， 探寻推进中国制造业提

质升级的政策着力点。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１） 验证了出口贸易壁垒和进口

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从贸易壁垒的视角为

中国制造业提质升级 （或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问题引入了一条新思路， 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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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现实意义。 （２） 深化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内容。 既有文献大多考察一些

重要因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本文不仅检验了出口贸易壁垒和进口贸易壁垒

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还探究了这种影响的传导机制， 而且进一步探讨了出口

贸易壁垒和进口贸易壁垒这种影响是否存在行业差异。 （３） 启发了新的政策方向。
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 出口贸易壁垒和进口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不

仅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进口中间品和研发投入等机制实现的， 而且对不同技术特

征行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因此， 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政策不仅需要与对外直接投资

的促进政策、 中间品贸易政策、 研发激励政策相互协调与配合， 还需要根据不同技

术特征行业的实际情况， 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出口技术复杂度涵盖了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等综合信息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其高低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王永进等， ２０１０； 齐俊妍

等， ２０１１）。 事实上， 贸易壁垒会改变企业或行业创新决策的约束条件———企业或行

业的成本和利润， 对企业或行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着重要影响， 进而可能会影

响着企业或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面对出口贸易壁垒 （或称国外贸易壁垒） 和

进口贸易壁垒 （或称国内贸易壁垒） 等不同贸易壁垒时， 企业或行业的创新决策

是不同的。 通过梳理和归纳既有文献可以发现， 出口贸易壁垒可能通过深化出口边

际和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等途径影响着企业或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而进口贸易壁垒

则可能通过影响创新活动和中间品进口规模作用于企业或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一） 出口贸易壁垒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出口贸易壁垒对出口边际的深化可能有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依据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１９］的企业异质性理论， 出口企业拥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优势。 出口边

际深化意味着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出口规模扩大， 这使得出口产品中技术含量较高

产品的份额会增加， 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 （陈晓华， ２０１２）。 事实上， 出口贸易壁

垒可以从两个方面促进出口边际的深化： 一方面， 出于成本因素和投资风险考虑，
在遭受或面临贸易制裁威胁时， 企业会更倾向于沿着已有市场和贸易产品开展生产

布局， 而放弃布局需要支付大量沉淀成本、 风险较高的新产品与新市场， 这能够扩

大已有产品的出口规模， 进而促进出口边际深化 （梁俊伟和魏浩， ２０１６）。 另一方

面， 出口贸易壁垒通过关税的显性成本和制裁威胁的隐性成本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准

入门槛， 在位企业特别是生产率较高的在位企业拥有持续出口优势， 从而深化出口

边际。 由此可以推测， 出口贸易壁垒的实施可能会重塑出口结构， 深化出口边际，
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出口贸易壁垒诱发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有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对外

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国际前沿的经营管理理念和产品研发

能力， 有助于提升企业生产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能力和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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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涉及的出口贸易壁垒指的是出口产品的关税和出口产品的反倾销事件。



（Ｐｒａｄｈａｎ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ｈ， ２００９） ［２０］。 事实上， 出口贸易壁垒实施产生的贸易限制， 会诱

使受影响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绕过贸易制裁， 转移贸易壁垒可能造成的交

易损失风险 （杜凯和周勤， ２０１０） ［２１］。 一方面， 无论是关税壁垒还是非关税壁垒措

施， 都会增加出口企业的出口成本。 因此， 为了尽可能减少贸易壁垒对自身的冲

击， 受影响的企业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绕过贸易壁垒， 打开出口目的国的市场

（Ｂｅｌｄｅｒｂ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另一方面，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投资周期较长而投资风

险较大， 只有在政权稳定、 法制健全、 金融系统发展成熟、 商事环境优良的国家或

地区， 对外直接投资才能获得理想的预期收益。 当具备上述投资要素的国家或地区

采取贸易制裁措施时， 母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越贸易壁垒的成本就较低。 相

应地，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壁垒措施容易触发受影响母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

动。 由此可以推测， 出口贸易壁垒的实施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 可能会通过逆

向技术溢出而促进母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上述分析表明， 出口贸易壁垒很可能会通过出口边际深化等机制对中国制造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提升效应。 因此， 出口贸易壁垒的提高或措施增加， 可能会有

助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为了验证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有待验

证的假设：
假设 １： 出口贸易壁垒可能会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假设 ２： 出口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提升效应， 可能是

通过深化出口边际、 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等途径和机制实现的。
（二） 进口贸易壁垒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进口贸易壁垒对研发投入的抑制， 可能会阻碍企业或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

升。 研究表明， 进口贸易制裁措施在抑制进口的同时， 弱化了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

压力， 削弱了企业的研发激励 （林薛栋等， ２０１７） ［２２］。 然而研发投入是产品技术含

量提升的关键 （齐俊妍等， ２０１１； 代中强等， ２０１５）。 一般来说， 进口贸易壁垒对

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 进口贸易壁垒的实施对本国特定行业的

保护弱化了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风险。 在受到贸易壁垒保护的环境下， 企业容易滋

生以逸待劳的惰性经营行为， 减少研发活动支出 （Ｔｅｓｈｉｍａ， ２００９）。 另一方面， 研

发活动的投资数额较大而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 具有投资的长期性和回报的不确定

性特点， 这也决定了企业在进行研发投入决策时， 会考虑经济环境的稳定问题。 当

国内施行贸易壁垒制裁措施时， 国内贸易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外报复性制裁措施威胁

都会影响贸易环境的稳定性， 增加企业研发活动的投资风险。 由此可以推测， 国内

施行的进口贸易壁垒措施可能会抑制企业或行业的研发投入， 进而会阻碍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提升。
进口贸易壁垒对中间品进口的限制， 可能不利于企业或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

提高。 研究表明， 贸易开放是中间品进口贸易规模扩张的重要影响因素 （盛斌和

毛其淋， ２０１７）， 而实施贸易壁垒等逆贸易自由化趋势措施， 将对中间品进口产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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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影响。 一般来说， 进口贸易壁垒对中间品进口的制约主要源于： 企业在追求利润

最大化的过程中需要控制生产成本， 有中间品需求的企业会综合国内外市场的价格信

息和产品信息， 以最低成本获取中间品， 而进口贸易壁垒措施会增加进口中间品的成

本， 使得部分中间品进口企业放弃中间品进口， 转而使用国内的替代中间品。 事实

上， 进口贸易壁垒对中间品进口的这种不利影响， 会制约进口中间品的种类效应、
成本节约、 技术溢出等效应的发挥， 进而可能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上述分析表明， 进口贸易壁垒很可能会通过影响研发投入和中间品进口等途径

和机制对企业或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 进口贸易壁垒的提高或

措施增加可能会阻碍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据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３： 进口贸易壁垒可能会阻碍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假设 ４： 进口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抑制效应， 可能是

通过抑制研发活动、 缩小中间品进口规模等机制实现的。

二、 计量模型、 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

１􀆰 基准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借鉴该领域大多数文

献的做法 （齐俊妍等， ２０１１； 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本文设定了如下计量模型：
ＥＸＰＹｉｔ ＝ α０ ＋ α１ ＴＢ ｉｔ ＋ α２ Ｘ ｉｔ ＋ λ ｉ ＋ εｉｔ （１）

式 （１） 中， 下标 ｉ 表示行业， ｔ 表示时间， λｉ 表示的是行业效应， εｉｔ 是随个体和

时间而变化的随机扰动项， ＥＸＰＹ 表示出口技术复杂度， ＴＢ 表示贸易壁垒变量， 为了

较为全面地考察贸易壁垒的影响， 本文选择出口关税水平 （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 进口关税水

平 （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 国外反倾销措施 （ＦＡＤＰ） 以及国内反倾销措施 （ＤＡＤＰ） 四个变量

来反映。 α０ 为常数项， α１ 为贸易壁垒的系数， α２ 为控制变量 （ Ｘｉｔ ） 的系数向量。
参考既有文献， 本文控制了如下变量： （１） 企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 借鉴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２３］的做法， 采用行业平均销售收入 （规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 ／规模以上企业

数） 衡量。 （２） 融资约束 （Ｌｏａｎ）， 以行业利息支出与行业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进行

度量。 （３）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利用制造业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

平均余额度量。 （４） 利润水平 （Ｐｒｏｆｉｔ）， 借鉴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衡量利润率的方法，
本文以行业平均利润率 （行业利润总额 ／行业销售收入） 进行利润水平的衡量。 （５）
劳动技能水平 （Ｌａｂｏｒ）， 利用行业平均工资衡量。 （６） 市场化水平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采用国有工业企业销售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销售产值比重衡量。

２􀆰 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借鉴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本文在基准模型中添

加了贸易壁垒与影响机制变量的乘积项来检验影响机制。 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ＥＸＰＹｉｔ ＝ α０ ＋ α１ ＴＢ ｉｔ ＋ α２ ＴＢ ｉｔ × Ｍｅｄｉｔ ＋ α２ Ｘ ｉｔ ＋ λ ｉ ＋ εｉｔ （２）

式 （２） 中 ＴＢ × Ｍｅｄ 为贸易壁垒与影响机制变量的乘积项， Ｍｅｄ 代表影响机制

变量， 包括出口深化 （ Ｄｅｘｐｏｒｔ ）、 对外直接投资 （ ＯＦＤＩ ）、 研发投入 （ ＲＤ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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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品进口 （ Ｍｉｍｐｏｒｔ ）。 其余变量的符号与 （１） 式的相一致。
（二） 变量选取

１􀆰 出口技术复杂度变量

本文借鉴学术界的通常做法， 基于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的方法， 测算中国制

造业细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首先测算具体产品 ｑ 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ＰＲＯＤＹｑ ＝ ∑ ｃ

ｘｃｑ ／ Ｘｃ

∑ ｃ
ｘｃｑ ／ Ｘｃ

Ｙｃ （３）

式 （３） 中， ｑ 表示 ＨＳ９２ 六分位的产品， ｃ 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 ｘ 表示产品

出口额， Ｘ 是出口总额， Ｙ 表示人均 ＧＤＰ 水平。
在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 可以利用如下公式计算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ＥＸＰＹｉ ＝ ∑ ｑ

ｘｉｑ

Ｘ ｉ

× ＰＲＯＤＹｑ （４）

式 （４） 中， ｘｉｑ ／ Ｘ ｉ 表示 ｉ 行业 ｑ 产品出口额占 ｉ 行业出口总额的比重。
２􀆰 贸易壁垒变量

本文采用进口关税和进口反倾销措施反映进口贸易壁垒， 出口关税和出口反倾

销措施反映出口贸易壁垒。 具体说明如下。
一是进出口关税。 现有文献的关税指标大多采用行业产品税率的简单加权

（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该方式计算时忽略了行业贸易规模对实际关税的影响，
对最终关税水平的衡量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本文对此进行了改进， 参考陈维涛等

（２０１８） ［２４］利用贸易权重法测算实际关税水平， 采用产品贸易数据作为权重， 对制

造业细分行业的实际关税水平进行测度。 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非关税因素造

成的贸易结构变动对实际关税水平的影响， 有效捕捉了实际关税水平的动态变化。
具体来说， 以产品贸易数据权重衡量的关税水平的测算， 可以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

步采用以下公式测算产品平均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ｑｔ ＝ ∑ ｃ
Ｔａｒｉｆｆｑｃｔ ×

Ｔｒａｄｅｑｃｔ
∑ ｃ

Ｔｒａｄｅｑｃｔ
（５）

式 （５） 中， ｑ 表示 ＨＳ 六分位产品， ｃ 表示国家， Ｔａｒｉｆｆｑｃｔ 表示 ｔ 时期中国向 ｃ
国进口 ｑ 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水平， 包括进口关税 （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和出口关税 （Ｏｕｔｔａｒ⁃
ｉｆｆ）， Ｔｒａｄｅｑｃｔ表示 ｔ 时期中国向 ｃ 国进 （出） 口 ｑ 产品的总额， Ｔａｒｉｆｆｑｔ 表示的是 ｔ 时
期 ｑ 产品实际关税水平。 在此基础上， 采用如下公式测算出行业实际关税水平：

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 ∑ ｑ
Ｔａｒｉｆｆｑｔ × Ｔｒａｄｅｑｔ ／ Ｔｒａｄｅｊｔ （６）

式 （６） 中， Ｔｒａｄｅｑｔ 表示 ｔ 时期中国向各国进 （出） 口 ｑ 产品的总额， Ｔｒａｄｅｊｔ 表
示 ｔ 时期中国向各国进 （出） 口 ｊ 行业产品的总额， 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表示中国 ｔ 时期 ｊ 行业的

实际关税水平。
二是非关税壁垒。 本文使用反倾销数据作为非关税壁垒的衡量指标。 出口非关

税壁垒用世界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衡量， 进口非关税壁垒用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反倾

销措施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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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机制变量

（１） 出口深化。 借鉴梁俊伟和魏浩 （２０１６） 的方法， 用 “相对出口权重法”

（ＨＫ 法） 核算出口深化水平， Ｄｅｘｐｏｒｔｕｖｑ ＝∑ ｑ∈Ｑｕｖ
ｘｕｖｑ ／∑ ｑ∈Ｑｕｖ

ｘｎｖｑ 。 其中， ｕ 为出口

国， ｎ 为参照国， 一般指所有出口国， ｖ 为进口国， Ｑｕｖ 为 ｕ 出口至 ｖ 的产品种类， ｘ
为出口额。 本文进一步利用与中国贸易联系密切的 ３０ 国的贸易数据， 测算了中国

的出口深化指数， Ｄｅｘｐｏｒｔｉ ＝∑ ｖ
（Ｄｅｘｐｏｒｔｕｖｉ × ｘｕｖｉ ／ ∑ ｖ

ｘｕｖｉ） 。 其中， ｘｕｖｉ 为 ｉ 行业 ｕ

国向 ｖ 国出口总额。 （２） 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历年制造业各行业作为收购方并

购国外企业或在海外设立子公司的事件数衡量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数据来源于

ｚｅｐｈｙｒ 数据库）。 （３） 研发投入。 采用制造业各行业研发投入存量衡量研发活动， 在

用永续盘存法核算研发资本存量时， 折旧率取 １５％。 （４） 中间品进口。 用历年制造

业各行业中间品进口额衡量。 这里参考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将 ＢＥＣ 分类标准

代码为 １１１、 １２１、 ２１、 ２２、 ３１、 ３２２、 ４２ 和 ５３ 的进口产品视为中间品。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的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涉及中国 ２５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 出口技术

复杂度测算利用了 １５３ 个国家 （地区） ＨＳ９２ 六分位分类的 ５０００ 余种产品出口贸易

数据， 数据来源于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人均 ＧＤＰ 数据来自于 ＩＭＦ， 并根据购

买力平价做了相应调整。 估算实际关税水平的 ＨＳ 六分位商品关税数据和商品贸易

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ＴＲＡＩＮＳ 数据库。 非关税壁垒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临时贸易壁垒

数据库 （ＴＴＢＤ）。 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平减指数来自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

鉴》。 其他数据均来自于历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以

及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变量的简单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在数据处理过程

中， 为了减轻异常值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估计时对连续变量进行 １％水平

的缩尾处理。 在估计时， 考虑到各变量绝对值的差异， 对被解释变量以及所有不存

在零值和负值的控制变量以及中介变量采取了对数化处理。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

出口技术复杂度 ＥＸＰＹ ２２ １０１􀆰 ０８ ５ ０１４􀆰 ５０ ９ １３９􀆰 ４４ ３４ ３８０􀆰 ０６
进口关税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７􀆰 ８３ ８􀆰 ２２ ０􀆰 ８２ ２７􀆰 ３１
出口关税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４􀆰 １０ ３􀆰 ３２ ０􀆰 ３９ １４􀆰 ８７

国外反倾销 ＦＡＤＰ ２􀆰 ３２ ３􀆰 ５０ ０􀆰 ００ ２９􀆰 ００
国内反倾销 ＤＡＤＰ ０􀆰 ５６ ２􀆰 ００ ０􀆰 ００ ２０􀆰 ００
出口深化 Ｄ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２１ ０􀆰 ３６ ０􀆰 ０１ ２􀆰 ５８

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２􀆰 ６２ ３􀆰 ６２ ０􀆰 ００ ２６􀆰 ００
中间品进口 Ｍｉｍｐｏｒｔ ８７０􀆰 ３７ １ ２８６􀆰 ８２ ８􀆰 ４９ ７ ４８０􀆰 ０３
研发投入 ＲＤ ０􀆰 １４ ０􀆰 ０９ ０􀆰 ０２ ０􀆰 ４６
企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 １􀆰 ４９ １􀆰 ９８ ０􀆰 １６ １４􀆰 ５１
融资约束 Ｌｏａｎ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１３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５４２􀆰 ０３ ７１１􀆰 ５８ ２０􀆰 ２５ ４ ２２７􀆰 ９５
企业利润水平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５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１２
劳动技能水平 Ｌａｂｏｒ ２５ ７７９􀆰 １２ １５ １５２􀆰 ８９ ６ ００３􀆰 ００ ６９ ０４９􀆰 ００
市场化水平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０􀆰 １９ ０􀆰 １９ ０􀆰 ００ ０􀆰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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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检验与结果解释

（一） 基准模型的结果分析

表 ２ 报告了基准模型式 （１） 的估计结果， 其中， 模型 １—模型 ４ 分别为解释

变量出口关税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进口关税 （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国外反倾销措施 （ＦＡＤＰ） 和国

内反倾销措施 （ＤＡＤＰ） 的估计结果。
１． 出口贸易壁垒的影响

从表 ２ 的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可以看出， 解释变量为出口关税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和非关

税贸易壁垒 （ＦＡＤＰ） 时， 估计系数分别为 ０􀆰 ２２１ 和 ０􀆰 ０６９， 且都在 １％显著性水平

上通过检验， 也就是说， 出口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

杂度的提高， 这就验证了假设 １。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２２１∗∗∗ ０􀆰 ２０５∗∗∗ ０􀆰 １３６∗∗

（４􀆰 １１） （３􀆰 ９９） （２􀆰 ２１）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２４３∗∗∗ －０􀆰 １９０∗∗∗ －０􀆰 １８３∗∗∗

（－１３􀆰 ７０） （－９􀆰 ７１） （－８􀆰 ９９）

ＦＡＤＰ ０􀆰 ０６９∗∗∗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６∗∗∗

（３􀆰 ８４） （３􀆰 ５５） （４􀆰 ０６）

ＤＡＤ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６

（－０􀆰 ５４） （１􀆰 ２７） （０􀆰 ６８）

Ｓｉｚｅ ０􀆰 ２５７∗∗∗ ０􀆰 １３１∗∗∗ ０􀆰 ２１３∗∗∗ ０􀆰 ２３８∗∗∗ ０􀆰 ２５７∗∗∗ ０􀆰 １５０∗∗∗ ０􀆰 １８５∗∗∗

（５􀆰 ３９） （３􀆰 ７４） （５􀆰 ８６） （６􀆰 ２０） （５􀆰 ５９） （４􀆰 ４４） （４􀆰 ３９）

Ｌｏａｎ
－０􀆰 １８６∗∗ －０􀆰 ３１２∗∗∗ －０􀆰 １７１∗∗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２∗∗ －０􀆰 ０５８∗∗

（－２􀆰 ５７） （－５􀆰 ５１） （－２􀆰 ３２） （－２􀆰 ６６） （－１􀆰 ９７） （－２􀆰 ２２） （－２􀆰 １８）

ＦＤＩ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１∗∗ ０􀆰 ０６４∗∗ ０􀆰 ０７３∗ ０􀆰 １５９∗∗ ０􀆰 ２９５∗∗∗ ０􀆰 ２４９∗∗∗

（１􀆰 ９０） （２􀆰 ６３） （２􀆰 ２８） （２􀆰 ５１）∗∗ （２􀆰 ２１） （５􀆰 ０９） （３􀆰 ９９）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１８９∗∗∗ ０􀆰 １６２∗∗∗ ０􀆰 ２１７∗∗∗ ０􀆰 １９１∗∗∗ ０􀆰 １９８∗∗∗ ０􀆰 １８６∗∗∗ ０􀆰 １８３∗∗∗

（６􀆰 ７３） （７􀆰 ５４） （７􀆰 １６） （５􀆰 ４１） （７􀆰 ７４） （８􀆰 ６０） （１１􀆰 ２９）

Ｈｕｍａｎ ０􀆰 ０９８∗∗∗ ０􀆰 ０７７∗∗ ０􀆰 １０７∗∗∗ ０􀆰 １２５∗∗ 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４∗∗ ０􀆰 １１１∗∗∗

（３􀆰 ７８） （２􀆰 ８８） （３􀆰 ２２） （２􀆰 ８２） （３􀆰 ８７） （２􀆰 ７２） （３􀆰 ２１）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０􀆰 ４４８∗∗∗ －０􀆰 ３１１∗∗∗ －０􀆰 ３９１∗∗∗ －０􀆰 ４３１∗∗∗ －０􀆰 ４２４∗∗∗ －０􀆰 ３５１∗∗∗ －０􀆰 ３４６∗∗∗

（－８􀆰 ９４） （－７􀆰 １３） （－７􀆰 ０８） （－７􀆰 ７５） （－８􀆰 ９３） （－５􀆰 ９９６） （－７􀆰 ２９）
估计方法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观测值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Ｒ２值 ０􀆰 ６８４ ０􀆰 ７３２ ０􀆰 ６７９ ０􀆰 ６７６ ０􀆰 ６８８ ０􀆰 ７２１ ０􀆰 ７３０

注：∗∗∗、∗∗和∗分别表示统计值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圆括号内的数值为 ｔ 值。 为了便于不
同模型间的比较， 估计时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表 ３、 表 ４ 和表 ６ 同。

这个结论意味着， 随着出口关税水平的提高， 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也会

持续提升。 数据显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出口关税水平按

照年均 １􀆰 ０１％速度在增加， 而同一时期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年均

２􀆰 ３８％增速在提高。 这印证了出口关税壁垒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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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还意味着， 随着国外针对中国制造业反倾销措施的增加， 中国制造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也会提高； 或者说， 遭遇国外反倾销措施较多的制造业细分行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也会相对较高。 这个结论得到了相关数据的支持： （１）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遭遇的反倾销调查由年均 ４０ 余起增长至近年来年均 ６０ 余起， 在此

期间， 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累计增长了 ４４􀆰 ４２％。 （２） 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为例， 在样本期间， 这

三个行业累计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较高， 分别为 ２１９ 起、 １７４ 起和 ４１ 起， 而这些行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也较高， 均值分别为 ２３７２５ 美元、 ２５９９６ 美元和 ２５３９６ 美元。
２． 进口贸易壁垒的影响

从表 ２ 模型 ２ 可以看出， 进口关税 （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值为－０􀆰 ２４３）， 说明进口关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产生了负向影响。 这意味着， 随着进口关税水平的提高， 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

杂度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反之， 随着进口关税水平的下降， 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

杂度会得到提高。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一方面， 提高进口关税会抑制国外出口商的

出口水平， 既会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得经济利益， 又会减弱国内

企业的竞争压力， 导致国内制造业企业创新动能不足， 从而不利于制造业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提升。 另一方面， 在当前全球分工体系下， 中间品进口在进口总额的份额

不断扩大， 而进口关税水平的提高会缩小中间品进口规模， 进而会抑制中间品进口

的技术溢出作用， 这也不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表 ２ 模型 ４ 显示， 中国采取反倾销措施 （ＤＡＤＰ） 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系

数为负 （－０􀆰 ００９）， 但没有通过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ｔ 值仅为－０􀆰 ５４）， 这说明

以产业保护为出发点的反倾销保护措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没有明显的影

响， 或者说， 反倾销措施这一进口非关税贸易壁垒并没有改变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技

术复杂度。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一方面， 反倾销措施产生贸易限制效应的同时， 也

会伴生贸易转移效应， 因此， 通过反倾销措施对本国特定产业进行保护， 作用是有

限的。 这一有限性保护对国内制造业企业研发活动和中间品进口的影响不确定， 因

而没有显著地改变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这个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即在提

升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方面， 相对于关税保护而言， 采用反倾销措施进行保

护是更好的选择。①

采用四个解释变量分别回归分析可能会降低各变量系数的可比性。 为了进一步

增加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我们将进口贸易壁垒、 出口贸易壁垒以及所有贸易壁垒分

别统一到回归方程中估计各变量的系数， 估计结果如表 ２ 模型 ５—模型 ７ 所示。 可

以看出， 将各变量纳入统一模型后， 出口关税、 进口关税和出口反倾销的系数方向

和显著性水平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而且进口反倾销也仍然不显著， 说明原离散式

回归的结果仍然是具有解释力的。

４４１

贸易壁垒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①从表 ２ 可以发现， 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多显著。 各个控制变量的影响与预期的相一致， 鉴于本文的

篇幅限制， 控制变量的相关分析未在文中报告。



（二） 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 出口贸易壁垒可能会通过出口边际深化效应和对外

直接投资效应等途径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而进口贸易壁垒则通过抑

制研发投入和缩小中间品进口规模等途径和机制阻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

高。 这里进一步检验上述影响机制是否存在， 即利用式 （２） 验证假设 ２ 和假设 ４。
１􀆰 出口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表 ３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估计结果显示， 出口关税与出口边际深化交叉项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Ｄｅｘｐｏｒｔ）、 国外反倾销与出口边际深化交叉项 （ＦＡＤＰ×Ｄｅｘｐｏｒｔ） 的估计

系数均显著为正， 值分别是 ０􀆰 ０１２ 和 ０􀆰 １１１， 表明出口贸易壁垒可以通过深化出口

边际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促进作用， 这与理论预期一致。

表 ３　 出口贸易壁垒的传导机制检验

解释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１８４∗∗ ０􀆰 ２１６∗∗∗

（２􀆰 ７２） （３􀆰 ６８）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Ｄ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１２∗∗

（２􀆰 ４５）

ＦＡＤ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０∗∗

（２􀆰 ９８） （２􀆰 ３７）

ＦＡＤＰ×Ｄ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１１∗∗∗

（３􀆰 １６）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ＯＦＤＩ ０􀆰 ０２０∗∗

（２􀆰 ４９）

ＦＡＤＰ×ＯＦＤＩ ０􀆰 ０５４∗∗∗

（３􀆰 ８４）

Ｄ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３０２∗∗∗ ０􀆰 ２７４
（９􀆰 ５８） （６􀆰 ０６）

ＯＦＤＩ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５∗

（２􀆰 ３３） （１􀆰 ８３）

Ｓｉｚｅ ０􀆰 ２８１∗∗∗ ０􀆰 ２５２∗∗∗ ０􀆰 ２７７∗∗∗ ０􀆰 ２２９∗∗∗

（６􀆰 ６３） （６􀆰 ９２） （５􀆰 ５５） （６􀆰 ０５）

Ｌｏａｎ
－０􀆰 ０６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２∗∗

（－３􀆰 ０５） （－２􀆰 ４４） （２􀆰 ６４） （－２􀆰 ５５）

ＦＤＩ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２∗∗

（３􀆰 １７） （３􀆰 ２２） （２􀆰 ２２） （２􀆰 ２７）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１４４∗∗∗ ０􀆰 １６３∗∗∗ ０􀆰 １７４∗∗∗ ０􀆰 ２１６∗∗∗

（３􀆰 ８８） （４􀆰 ９６） （５􀆰 ９６） （６􀆰 １１）

Ｈｕｍａｎ ０􀆰 １１１∗∗∗ ０􀆰 １２５∗∗∗ ０􀆰 １０５∗∗ ０􀆰 １１９∗∗

（３􀆰 １８） （２􀆰 ９３） （２􀆰 ８６） （２􀆰 ５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０􀆰 ３５４∗∗∗ －０􀆰 ２９４∗∗∗ －０􀆰 ４６１∗∗∗ －０􀆰 ３８３∗∗∗

（－８􀆰 １５） （－７􀆰 ８８） （－１０􀆰 ２３） （－６􀆰 ５４）
模型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样本量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Ｒ２ ０􀆰 ７０８ ０􀆰 ７２１ ０􀆰 ６７９ ０􀆰 ６８２

数据显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中国制造业出口关税水平呈增长趋势 （年均增速

为 １􀆰 ０１％）， 而且中国 ２０１５ 年遭遇的国外反倾销事件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８８􀆰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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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２０００ 年为 ３６ 起、 ２０１５ 年为 ６８ 起）， 同期的出口深化水平也以年均 ６􀆰 ６０％的

速度增长， 与此同时， 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也以年均 ２􀆰 ４８％的幅度提高。 这

印证了出口贸易壁垒的提高会深化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边际， 进而提高出口技术复杂

度水平。 本文的结果也印证了梁俊伟和魏浩 （２０１６） 的结论， 也就是说， 出于远

期风险的考虑， 在预期遭遇贸易壁垒的风险增加时， 企业更倾向于扩大已有产品的

生产出口， 从而扩张出口边际。
从表 ３ 的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可以看出， 出口关税与对外直接投资交叉项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ＯＦＤＩ）、 国外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交叉项 （ＦＡＤＰ×ＯＦＤＩ） 的系数均显

著为正， 其值分别为 ０􀆰 ０２０ 和 ０􀆰 ０５４， 说明出口贸易壁垒通过激励对外直接投资进

而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提升效应； 也就是说， 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出

口贸易壁垒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之一， 这验证了假设 ２。
这个结论意味着， 出口关税水平较高的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也较多， 出口技术

复杂度水平也较高。 如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间的出口关税水平较高 （年均值分别是 ３􀆰 ９２％和 ４􀆰 ５３％）， 对外直接投资较

多 （累计是 ７６ 起和 １１９ 起）， 出口技术复杂度也较高 （年均值分别是 ２５９９６ 美元

和 ２０１６６ 美元）； 而木材加工及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和家具制造业出口关税水

平较低 （年均值是 ３􀆰 １３ 和 １􀆰 ５１％）， 对外直接投资也较小 （累计是 １１ 起和 ６ 起），
对应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也较低 （年均值分别是 １７１４４ 美元和 １９５３２ 美元）。

上述结论还意味着， 随着国外针对中国制造业反倾销措施的增加， 对外直接投

资也会上升， 出口技术复杂度也会提高； 或者说， 遭遇国外反倾销措施较多的制造

业细分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会较多， 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也会相对较高。
２􀆰 进口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 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没有显著地影响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

杂度， 因而， 相应的影响机制也不存在。 这里检验进口关税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

杂度的机制。
从表 ４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可以看出， 进口关税与中间品进口交叉项 （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Ｍｉｍｐｏｒｔ）、 进口关税与研发资本存量交叉项 （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ＲＤ） 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

负， 值分别为－０􀆰 ０７９ 和－０􀆰 ０２８， 这表明进口关税壁垒通过中间品进口和研发投入

等途径和机制， 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负向影响； 或者说， 中间品进

口和研发投入在进口关税壁垒抑制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过程中起到了

中介效应的效果， 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 ４。
这个结论意味着， 随着进口关税壁垒的提高， 制造业研发投入会下降， 进口中

间品会减少， 进而导致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下降； 反之， 随着进口关税水平的降

低， 研发投入和进口中间品都会增加，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也会不断得到提高。
这个结论得到了数据支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进口关税水平累

计下降 ５７􀆰 ９８％， 制造业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大了 ３􀆰 ７６ 倍、 研发资本存量增长了

１３􀆰 ４６ 倍，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累计提高了 ４４􀆰 ４２％。
上述结论还意味着， 在进口关税壁垒较高的行业， 研发投入和进口中间品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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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因而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相对较低。 反之亦然。 这个结论得到了行业层面数据

的印证： 如纺织业、 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和皮革等制品业的进口关税水平较高 （年
均值分别为 １０􀆰 ８５％、 １３􀆰 ６７％、 ７􀆰 １５％）， 中间品进口规模较小 （年均值分别为

５２８􀆰 １３ 亿元和 ３７４􀆰 ３８ 亿元和 ２４０􀆰 ８６ 亿元）， 研发投入也较低 （研发资本年均值分

别为 １３９􀆰 ７２ 亿元、 ２０􀆰 ４９ 亿元和 ７４􀆰 ４６ 亿元）， 对应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也较低

（年均值分别为 １６２６１ 美元、 １１２２６ 美元和 １４６２０ 美元）。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进口关税水平较低 （年均值分别

为 ５􀆰 ２４％、 ５􀆰 ７０％和 ２􀆰 ３０％）， 中间品进口规模也较大 （年均值分别为 ７９０􀆰 ７８ 亿

元、 ７２６􀆰 ２０ 亿元和 ３６９１􀆰 ４４ 亿元）、 研发投入也较多 （年均值分别为 １６２９􀆰 ７８ 亿

元、 ４２６􀆰 ８０ 亿元和 １１９４􀆰 ３６ 亿元）， 这些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也较高 （年均值

分别为 ２３７２５ 美元、 ２７３３４ 美元和 ２５３９６ 美元）。

表 ４　 进口贸易壁垒的传导机制检验

解释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１８５∗∗∗ －０􀆰 ２０４∗∗∗

（－９􀆰 ４９） （－８􀆰 ２５）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Ｍ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７９∗∗

（－２􀆰 ２８）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ＲＤ
－０􀆰 ０２８∗

（－２􀆰 ０７）

Ｍ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３３∗∗∗

（３􀆰 １１）

ＲＤ
０􀆰 ２４０∗∗∗

（５􀆰 １８）

Ｓｉｚｅ
０􀆰 １８８∗∗∗ ０􀆰 １３２∗∗∗

（５􀆰 １６） （４􀆰 ３５）

Ｌｏａｎ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４∗∗∗

（－２􀆰 ９０） （３􀆰 ８１）

ＦＤＩ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７∗∗

（２􀆰 ７７） （２􀆰 ４６）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１６３∗∗∗ ０􀆰 １２２∗∗∗

（７􀆰 ４９） （６􀆰 １５）

Ｈｕｍａｎ
０􀆰 １３６∗∗∗ ０􀆰 １２０∗∗∗

（３􀆰 ０６） （３􀆰 ６５）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０􀆰 ３６７∗∗∗ －０􀆰 ２８３∗∗∗

（－６􀆰 ２７） （－６􀆰 ８９）
模型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样本量 ４００ ４００
Ｒ２ ０􀆰 ７２１ ０􀆰 ７２２

综上所述， 出口关税壁垒和出口反倾销措施通过深化出口边际和扩大对外直接

投资规模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进口关税壁垒主要通过减少中

间品进口和研发投入等途径和机制阻碍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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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１􀆰 主要变量的重新选取

（１） 根据产品质量差异重新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 ＨＳ 六分位产品的出口

技术复杂度测算， 可能存在因国家不同而存在产品质量差异 （Ｘｕ， ２００７［２５］； 盛斌

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因此， 这里将前文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根据产品可能存在的质

量差 异 进 行 调 整。 首 先 用 相 对 价 格 作 为 产 品 质 量 代 理 指 标： Ｐｃｑ ＝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ｑ ／ ∑ ｎ
（ｒｃｑ × Ａｖｅｒａｑｇｅｃｑ） Ｐｃｑ ， 其中， Ａｖｅｒａｇｅ 表示平均出口价格， ｒ 表示出口

比例； 其次， 根据相对价格指标对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调整： ＰＲＯＤＹｑｎｅｗ ＝
Ｐｃｑ( ) λ ＰＲＯＤＹｑ ， 参考 Ｘｕ （２００７） 的做法， 将 λ 设定为 ０􀆰 ２； 最后， 测算出行业出

口技术复杂度： ＥＸＰＹｉｎｅｗ ＝ ∑ ｑ
ｘｉｑ ／ Ｘ ｉ × ＰＲＯＤＹｑｎｅｗ 。 （２） 剔除进口中间品的出口技

术复杂度。 根据姚洋和张晔 （２００８） ［２６］ 的做法， 剔除中间品进口信息， 在式 （４）
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分离成中间品技术含量和制造环节创造的技术

含量两部分内容： ＥＸＰＹｉ ＝ ∑ ｊ
ρｉｊ × ＥＸＰＹｉ ＋ （１－ ∑ ｊ

ρｉｊ ） ＥＸＰＹｉ ， 其中 ρｉｊ 表示 ｉ 部

门对 ｊ 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 进一步地， 可以获得国内技术复杂度： ＥＸＰＹＤ
ｉ ＝ ∑

ｉ

ρｉｊ（１ － λ ｉｊ） ＥＸＰＹｉ ＋ （１－ ∑ ｉ
ρｉｊ ） ＥＸＰＹｉ ， 其中， λ ｉｊ 表示投入到 ｉ 部门中的 ｊ 部门中

间产品的进口比例， 中间品进口比例 ＝进口 ／ （总产值＋进口－出口）， 核算数据来

自中国投入产出协会编算的投入产出表。 （３） 进口关税指标。 这里采用学术界的

通常做法， 用简单加权关税水平衡量进口关税水平： Ｔａｒｉｆｆｎｅｗ ＝ ∑ ｑ
ｉｔｅｍｉｑ( ×

Ｔａｒｉｆｆｉｑ ) ／ ∑ ｑ
ｉｔｅｍｉｑ ， 其中， Ｔａｒｉｆｆ 表示进口关税水平， ｉｔｅｍ 表示产品税则数。

（４） 非关税指标的重新选择。 基准模型中反倾销措施使用的是发起的调查数据，
这里分别使用反倾销确认数、 确认构成损害数及发起损害赔偿数替换原模型中的反

倾销调查数。 对非关税指标调整后的估计结果中，① 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及显著性水

平和影响方向与上文大多保持一致， 说明上文的相关结论具有稳健性。
２􀆰 考虑经济波动的影响

经济波动的冲击可能影响模型设定的准确性， 从而产生估计误差。 为此， 我们

对模型进行了传统的邹检验。 各模型的 Ｆ 值如表 ５ 所示， 结果显示， 表 ２ 各个模型

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冲击。 这里通过设定虚拟变量考察经济冲击对估计结果是

否存在影响， 即在基准模型中添加了 Ｄｕｍｍｙ② 与各贸易壁垒变量的交互项。 控制

结构性冲击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显示③， 解释变量的系数值、 显著性水平与上文大多

保持一致， 说明上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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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邹检验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Ｆ 值 ６􀆰 ６０ ５􀆰 ４９ ３􀆰 ５０ ３􀆰 ９５

３􀆰 内生性问题

前文通过控制企业规模、 融资约束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以尽量避免遗漏变量

可能造成的估计误差。 由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意味着产品竞争力的增强， 相应

地会提高一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 可能会引起竞争性贸易摩擦， 从而导致贸

易壁垒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因而， 前文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

题。 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这里采用 ２ＳＬＳ 工具变量法和 ＧＭＭ 两种方法进

行稳健性检验。
关于 ２ＳＬＳ 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工具变量的可得性和有效性， 这里用贸易壁垒

的滞后一阶和滞后二阶作为工具变量。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Ｈａｎｓｅｎ Ｊ 检验结果表明， 以出口关税、 进口关税、 国外反倾销和中国反倾销

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均不存在过度识别和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说明工具变量选择是

有效的。
关于 ＧＭＭ 方法， 考虑到样本观察值的有限性， 这里以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作为工具变量。 鉴于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 （ＤＩＦ－ＧＭＭ） 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

题， 以及两步估计比一步估计更为有效， 这里采用两步 ＳＹＳ－ＧＭＭ 进行稳健性检

验。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和 ＡＢ 检验均满足 ＧＭＭ 估计的要求， 表明工具变量合理有效， 也

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
两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 估计结果各个解释变量

的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和影响方向与上文大多保持一致， 说明上文的相关结论具有稳

健性。①

四、 扩展分析： 行业技术特征的影响

一般而言， 技术层次较高的企业或行业能够更好地依据外部形势调整产品出

口技术复杂度 （戴魁早， ２０１８）。 由此可以推测， 面对贸易壁垒变化， 不同技术

层次的行业调整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能力可能存在差异； 或者说， 在不同技术特征

的行业中， 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 对这个问题进行解

答， 有助于深化对贸易壁垒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内在规律的认识和理

解， 在政策层面具有更明确的指导意义。 基于此， 这里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参

照李小平 （２０１５） ［２７］的行业分类方法， 在分析时， 本文将制造业按技术层次划

分为高技术行业、 中等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三个层次。 表 ６ 报告了不同技术行

业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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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口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的影响差异

表 ６ 中， 解释变量为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和 ＦＡＤＰ 为出口贸易壁垒的影响估计结果， 这些

结果有三点需要强调： （１） 对于不同技术特征行业来说， 出口关税壁垒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的系数值都大于相应的出口非关税壁垒 （ＦＡＤＰ） 系数值； 而且， 出口非关税壁垒

（ＦＡＤＰ） 的系数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关税壁垒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仅对中等技术行业的

系数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 出口关税壁垒对不同技术特征制造业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影响显著高于国外反倾销调查。 （２） 出口关税壁垒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和出口非

关税壁垒 （ＦＡＤＰ） 对高技术行业、 中等技术行业的系数都为正 （值分别为 ０􀆰 ２００
和 ０􀆰 ２０６、 ０􀆰 ０１３ 和 ０􀆰 ０２１）， 而对低技术行业的影响系数都为负 （值分别为－０􀆰 ４２７
和－０􀆰 ０１１）， 说明出口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明

显的差异， 这印证了理论预期， 即技术层次较高行业能够根据出口贸易壁垒变化，
更好地调整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３） 从显著性检验结果来看， 仅有出口关税壁

垒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对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系数显著， 对前者显著为正 （值为

０􀆰 ２００）， 对后者显著为负 （值为－０􀆰 ４２７）， 这说明出口关税壁垒对高技术行业出口

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提升效应， 对低技术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抑

制效应 （对中等技术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６　 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的影响结果

解释
变量

高技术行业 中等技术行业 低技术行业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２００∗∗ ０􀆰 ２０６ －０􀆰 ４２７∗∗∗

（２􀆰 ３４） （１􀆰 ５６） （３􀆰 ０７）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３２ －０􀆰 ２３７∗∗ －０􀆰 ２１０∗∗∗

（－１􀆰 ２０） （－２􀆰 ３５） （－３􀆰 ７０）

ＦＡＤ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１

（０􀆰 ５３） （０􀆰 ６１） （－０􀆰 ２４）

ＤＡＤ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９２∗

（０􀆰 ３１） （０􀆰 ５０） （－１􀆰 ８５）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９∗∗ ０􀆰 １４５∗∗∗ ０􀆰 １２４∗∗∗ ０􀆰 １１６∗∗∗ ０􀆰 １７０∗∗∗ ０􀆰 ０６７∗∗∗ ０􀆰 １２１∗∗∗ ０􀆰 １１９∗∗∗ ０􀆰 ７６６∗∗ ０􀆰 ５０６∗ ０􀆰 ６４２∗ ０􀆰 ６４２∗∗∗

（２􀆰 １３） （３１１） （２􀆰 ９６） （２􀆰 ７３） （３􀆰 ４４） （３􀆰 ０５） （５􀆰 ０８） （５􀆰 ５２） （２􀆰 １５） （１􀆰 ８１） （１􀆰 ９６） （３􀆰 １０）

Ｌｏａｎ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０􀆰 １０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９５∗∗∗

（－２􀆰 ４６） （－１􀆰 ９２） （－１􀆰 ０６） （－１􀆰 ０９） （－０􀆰 ４７） （－２􀆰 ０２） （－１􀆰 ９３） （－３􀆰 ９４） （－１􀆰 ９８） （－０􀆰 ２２） （－０􀆰 ７５） （－２􀆰 ８３）

ＦＤＩ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０∗ ０􀆰 ８７８∗∗∗ ０􀆰 ６７８∗∗∗ ０􀆰 ９３９∗∗∗ ０􀆰 ９４２∗∗∗ ０􀆰 ０５３ ０􀆰 ３３９∗∗ ０􀆰 １４８ ０􀆰 １６５

（２􀆰 ４３） （２􀆰 ０５） （２􀆰 ３２） （１􀆰 ９０） （５􀆰 ５３） （３􀆰 ９３） （５􀆰 ２３） （５􀆰 ５４） （０􀆰 ２４） （２􀆰 ８６） （０􀆰 ６７） （０􀆰 ７９）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１８４∗∗∗ ０􀆰 ２０６∗∗∗ ０􀆰 ２００∗∗∗ ０􀆰 １９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４ ０􀆰 ４９１∗∗∗ ０􀆰 ３１５∗∗∗ ０􀆰 ４４７∗∗∗ ０􀆰 ４４８∗∗∗

（４􀆰 ９４） （４􀆰 ７８） （４􀆰 ８７） （４􀆰 ９９） （３􀆰 ７３） （２􀆰 １０） （０􀆰 ４４） （０􀆰 ５４） （５􀆰 ４６） （４􀆰 ０７） （５􀆰 ８８） （５􀆰 ７８）

Ｈｕｍａｎ
０􀆰 ２０２∗∗∗ ０􀆰 ２０３∗∗∗ ０􀆰 ２００∗∗∗ ０􀆰 ２１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１ ０􀆰 ７１２∗∗ ０􀆰 ４２２ ０􀆰 ６３５∗ ０􀆰 ６７８∗

（３􀆰 ８６） （３􀆰 ２２） （３􀆰 ２４） （３􀆰 ３４） （１􀆰 ６９） （１􀆰 ９３） （１􀆰 ３２） （１􀆰 ２５） （２􀆰 １４） （１􀆰 ４７） （１􀆰 ８６） （１􀆰 ８８）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０􀆰 ２２６∗ －０􀆰 １９１∗ －０􀆰 １９６∗ －０􀆰 ２０３∗ －０􀆰 ４５４∗∗∗ －０􀆰 ２８０∗∗∗ －０􀆰 ４１９∗∗∗ －０􀆰 ４２４∗∗∗ －０􀆰 １４２ －０􀆰 ２７１∗∗∗ －０􀆰 ２６８∗∗ －０􀆰 ２６６∗∗

（－２􀆰 １３） （－１􀆰 ８３） （－１􀆰 ８１） （－１􀆰 ９７） （－６􀆰 ７７） （－３􀆰 ９６） （－６􀆰 ９７） （－７􀆰 １３） （－１􀆰 １１） （－３􀆰 ４３） （－２􀆰 ６５） （－２􀆰 ５１）

估计方法
固定
效应

固定
效应

固定
效应

固定
效应

固定
效应

固定
效应

固定
效应

固定
效应

固定
效应

固定
效应

固定
效应

固定
效应

样本量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Ｒ２ ０􀆰 ７７８ ０􀆰 ７６７ ０􀆰 ７６５ ０􀆰 ７６５ ０􀆰 ８７６ ０􀆰 ８８５ ０􀆰 ８６８ ０􀆰 ８６８ ０􀆰 ７２０ ０􀆰 ７３７ ０􀆰 ６９７ ０􀆰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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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壁垒的行业异质性影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首先， 出口关税水平上

升和国外反倾销调查增加在短期内会降低制造业的出口水平， 但对高技术行业和中

等技术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积极影响。 其次， 应对出口关税壁垒和国外反倾

销调查需要有所侧重， 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时侧重于出口规模， 应对出口关税壁垒

时可以侧重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 再次， 应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的出口贸易壁

垒应该有所区别。 低技术行业面对出口贸易壁垒时， 需要力求降低出口关税水平和

减少国外反倾销调查， 并在政策上引导这类行业采用和推广先进适宜性技术， 以促

进技术水平和提高生产效率。 最后， 为了提升高技术行业和中等技术行业的出口技

术复杂度， 应对出口贸易壁垒的政策措施， 需要与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改善对外直

接投资效果、 深化出口边际等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
（二） 进口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的影响差异

表 ６ 中报告的解释变量为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和 ＤＡＤＰ 的相关模型， 反映的是进口贸易壁

垒的影响。 对这些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 （１） 对于不同技术特征的行业

来说， 进口关税壁垒 （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的系数绝对值都大于相应的进口非关税壁垒

（ＤＡＤＰ）。 这说明， 进口关税壁垒对不同技术特征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大

于国内反倾销调查。 （２） 进口关税壁垒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出口技术复

杂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 对高技术行业的影响虽为负但不显著 （值为－０􀆰 ０３２），
对中等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影响显著为负 （值分别为－０􀆰 ２３７ 和－０􀆰 ２１０）， 表明进口

关税壁垒对中等技术和低技术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抑制效应， 而对高技术行

业则有着不明显的促进作用。 这再次印证了前文的理论预期， 即高技术行业能够更

好地应对贸易壁垒变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３） 进口非关税壁垒 （ＤＡＤＰ）
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 对高技术和中等技术行业的影响不显著为

正 （值分别为 ０􀆰 ００８ 和 ０􀆰 ０１１）， 而对低技术行业的影响则显著为负 （值为

－０􀆰 ０９２）， 表明国内反倾销措施对低技术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抑制效应， 而

对高技术和中等技术行业有着不明显的促进作用。
进口贸易壁垒的行业异质性影响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首先， 进口关税水平

提高和国内反倾销调查增加的确能够保护国内制造业， 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制

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对中等技术和低技术行业产生的抑制效应尤其显著。
其次， 保护国内制造业的进口关税调整和反倾销调查需要有所区别。 鉴于反倾销调

查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较弱， 因而可能是更为适合采用的进口保护

措施。 最后， 为了提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的进口贸易

保护措施需要具有针对性。 具体来说， 对于高技术行业来说， 在采用提高进口关税

水平和反倾销调查进行保护时， 需要与研发激励政策、 促进中间品进口政策相互配

合与协调； 对于中等技术行业来说， 更适合采用反倾销调查进行保护， 并需要将适

当降低进口关税的措施与研发激励政策、 中间品进口政策进行协调和配合； 对于低

技术行业来说， 需要将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措施与先进适宜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政策

进行协调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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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制造业提质升级状况， 在理论层面归纳出口贸易壁

垒和进口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 利用测算的中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２５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和贸易壁垒的相关数据， 运

用多种计量方法对理论预期进行了检验， 并进一步探讨了贸易壁垒的影响是否存在

行业异质性。 本文的研究发现： 第一， 出口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显著地促进了中

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扩大出口边际和增加对外

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实现的。 第二， 进口关税水平的提高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这种影响主要源于进口关税壁垒导致的研发投入减少和中

间品进口规模下降； 而国内反倾销调查这一非关税壁垒并没有显著影响到制造业的

出口技术复杂度。 第三， 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

明显的差异。 具体来说， 出口关税壁垒提升了高技术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但对低

技术行业产生了抑制效应， 而对中等技术行业的影响不明显； 进口关税壁垒阻碍了

中等技术和低技术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但并没有对高技术行业产生明显的

影响； 反倾销调查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的影响大多不明显， 仅国内反倾销调查对低

技术行业产生了抑制效应。 此外， 关税壁垒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的影响大于反倾销

调查这一非关税壁垒。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战略、 促进产

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制造业提质升级。 本文从贸易壁

垒视角， 验证了贸易摩擦时双方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对制造业提质升级 （由
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 的影响， 明确了出口贸易壁垒和进口贸易壁垒对制造业提

质升级的利与弊。
本文的研究结论， 从政策层面来看具有以下的意义： 首先， 政府在制定制造业

提质升级政策时， 应考虑出口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在面对出口贸易

壁垒时要统揽全局， 不要将注意力局限于其对制造业出口规模的短期不利影响， 还

要注重其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影响。 而为了有效地推进中国制造业提质

升级， 政府的产业升级政策需要与对外投资促进政策相互协调与配合。 促进对外投

资政策包括： 利用多双边经贸政策、 外汇优惠政策、 出口信贷优惠政策等途径鼓励

有实力的制造业企业理性对外投资， 着力为企业提供对外投资的相关资源与信息，
精简和便利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查与审核程序等。 其次， 从进口贸易壁垒来看， 鉴于

非关税壁垒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在对制造业进行保护时，
应尽量采用非关税措施。 与此同时， 需要根据制造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分阶段有序

地降低进口关税水平， 而且这些关税措施需要与中间品进口政策、 研发政策相互配

合与协调。 相关的政策措施包括： 推行中间品进口贸易自由化政策， 通过双边和多

边谈判， 减免中间品进口关税， 在具体行业或产品领域试行单边自由化政策以活跃

进口中间品市场， 扩大中间品进口规模； 完善企业研发的财税优惠力度和企业研发

投入税前抵扣比例等政策， 以激励制造业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最后， 政府的政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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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应考虑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差异。 应对不同技术特

征行业的出口贸易壁垒需要有所区别， 低技术行业需要力求降低出口关税水平和减少

国外反倾销调查， 并在政策上引导这类行业采用和推广先进适宜性技术， 以提高技术

水平和生产效率； 高技术和中等技术行业应对出口贸易壁垒的政策措施， 需要与促进

对外直接投资、 改善对外直接投资效果、 深化出口边际等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 此

外， 从进口贸易壁垒来看， 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提质升级政策也需要具有针对性， 对于

高技术行业来说， 在采用提高进口关税水平和反倾销调查进行保护时， 需要与研发激

励政策、 促进中间品进口政策相互配合与协调； 对于中等技术行业来说， 更适合采用

反倾销调查进行保护， 并需要将适当降低进口关税的措施与研发激励政策、 中间品进

口政策进行协调和配合； 对于低技术行业来说， 需要将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措施与先进

适宜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政策协调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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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ｒａ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９（１）： １５６－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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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文化异质性如何影响了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

———基于双边贸易流和专业化分工双重视角

李金凯

摘要： 本文基于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提出的国家维度文化理论和马氏距离法测算多维文化

异质性指数， 并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选择模型、 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文化异质

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研究发现，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文化异质性的影响程度甚至大于汇率波动和自由

贸易协定等， 忽略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将可能导致模型存在一

定的偏误， 以及结算货币选择模型的解释能力不足； 在传导机制方面， 文化异质性

主要通过双边贸易流和专业化分工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产生影响， 文化异质性对

双边贸易流产生了负向影响， 抑制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文化异质性对专业化分

工产生了正作用， 促进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且双边贸易流机制的作用强度约为

专业化分工的 ３ 倍。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察了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

民币结算的异质性效应， 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显著减弱了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的影响； 本币互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的负效应但影响有限。
关键词： 文化异质性；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选择模型； 中介

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１５５－１４

引　 言

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增速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５３􀆰 ８５％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 ４３％， 甚至在 ２０１６ 年出现了负增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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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动态影响及调节政策研究”
（１５ＢＪＹ１５４）；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６６ 批面上项目 “金融开放背景下商业银行效率与风险研

究” （２０１９Ｍ６６０８９９）。
［作者信息］ 李金凯： 中国农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北京邮电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１００００５ 电子信箱

ｌｉｊｉｎｋａｉ８８８８＠ １２６􀆰 ｃｏｍ。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２０１６） 》。



贸易结算货币对一国货币国际化水平有着重要影响， 从主要国际货币的发展历程来

看， 均是先成为主要结算货币后， 才逐渐发挥计价职能和价值储藏职能的， 成为跨

境贸易结算货币是任何国家货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较早步骤之一 （ Ｉｔｏ ａｎｄ
Ｋａｗａｉ， ２０１６［１］； 赵然和伍聪， ２０１４［２］ ）。 因此， 如何防止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增

速进一步下滑， 保持跨境人民币结算平稳增长， 对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

重要意义。
然而， 交易成本对结算货币选择具有的重要影响， 并未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只有少数学者受国际贸易理论中引力模型的启发， 将地理因素进行控制研究了地理

位置因素导致的交易成本上升对结算货币选择的影响。 如邓富华和霍伟东

（２０１７） ［３］发现地理距离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与之类似，
Ｆｌａｎｄｒｅａｕ 和 Ｊｏｂｓｔ （２００９） ［４］发现地理距离与英镑交易成本显著正相关， 而交易成

本上升则会导致选择英镑结算的比例下降。 但是仅用地理距离难以表示交易成本

（Ｔａｄｅｓｓ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２０１０） ［５］， 如马来西亚、 新加坡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基本一样，
但是文化异质性却相差较大， 中国与两国微观经济主体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

必然存在较大差异， 故贸易伙伴之间文化异质性导致的交易成本并不能通过地理距

离准确反映出来。 可能囿于数据可得性， 目前在结算货币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中，
文化异质性带来交易成本上升进而影响跨境贸易结算这一选题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

够重视。 在此背景下， 本文从多维文化异质性视角出发， 识别出文化异质性对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方向、 大小及其传导机制， 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调整

提供新的经验研究证据。
Ｔｅｓａｒ 和 Ｗｅｒｎｅｒ （１９９５） ［６］指出信息获取成本会随着文化异质性的增大而显著

增加。 Ｆｌａｎｄｒｅａｕ 和 Ｊｏｂｓｔ （２００９） 发现民主宪政、 议会制和法律规则等文化因素影

响着本国货币的国际使用。 在此基础上， Ｈｅ 等 （２０１６） ［７］ 对 ２６ 个国家外汇市场上

主要国际货币交易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 外汇市场中主要国际货币交易

份额并不受地理距离的影响， 反而是文化因素显著影响着国际货币的使用。 并且，
目前仅有少数文献采用共同语言、 共同殖民地或法律起源等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考

察文化因素对国际货币使用的影响。 虽然这些替代变量与文化异质性具有一定的相

关性， 但也难以概括文化全貌。 因此， 本文在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１９８０） ［８］ 多维文化理论的

基础上， 采用马氏距离法测算文化异质性指数， 更加准确、 全面地研究了文化异质

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 （１） 尝试将文化异质性纳入到结算货币选择的理论分

析框架中， 减弱了由此带来的偏误， 既丰富了跨境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理论， 又为当

前继续深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提供理论支持； （２） 采用马氏距离法测算了

１０２ 个国家与中国的文化异质性指标， 该方法利用协方差矩阵去掉了量纲的影响，
且排除了不同文化维度之间相关性带来的干扰； （３） 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识别了文

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两条核心传导渠道———双边贸易流和专业化分

工， 并对其进行了严格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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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一）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直接影响

文化异质性作为经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或交流的主要障碍， 对双边关系的确立

具有重要的作用， 是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文化异质性不利于国

家间企业关系的融洽以及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 导致在双方结算货币选择谈判过程

中， 文化异质性通过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合同双方信息收集、 谈判以及执行方面的额

外成本 （Ｂｅｎｅｉｓｈ ａｎｄ Ｙｏｈｎ， ２００８） ［９］， 进而影响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 因此文

化异质性越大， 信息不对称越严重， 交易成本越高，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越

低。 此外， 文化异质性不利于建立人民币的 “流出—回流” 机制， 阻碍人民币的跨

境使用。 根据 Ｐｏｒｔｅｓ 和 Ｒｅｙ （２００５） ［１０］， 在市场无摩擦的情况下， 文化异质性较大的

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协同性往往较差， 投资者基于 “多样化动机” 通常选择这些国家

进行资产配置， 但文化异质性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使其出现了与理论相悖的现象， 即

“本地偏好之谜”： 市场参与者到文化异质性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或资产配置， 获取

的收益小于用来获取评估金融资产信息 （比如会计实务、 企业文化、 政治事件和资

本市场结构等） 的成本， 文化异质性反而抑制了资本流动和配置。 因此， 由于文化

异质性的存在， 国外微观经济主体获得人民币资产后到中国进行证券投资、 外商直接

投资时需要支付较高的信息搜寻成本， 抑制了人民币回流， 阻碍了人民币跨境使用。
综上所述， 文化异质性会通过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额外成本和阻碍回流机制抑制跨境贸

易人民币结算， 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 提出研究假设 １。
Ｈ１：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具有直接的降低效应。
（二）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间接影响

１􀆰 文化异质性通过抑制双边贸易流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具有负效应

最近的研究强调了交易成本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忽略文化异质性往往会导

致解释双边贸易流变化方面存在偏误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 ２０１４） ［１１］， 因此， 众多学者研究

了文化异质性对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 但由于样本选取、 研究方法等不同， 文化异

质性对双边贸易流的影响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
（１） 文化异质性对双边贸易流产生抑制作用

文化异质性会增加出口商出口目的地的搜索成本， 并使得贸易双方缺乏信任，
降低双边贸易发生的概率和规模。 具体而言， 了解任何一个国家 （地区） 的市场

状况是需要成本的， 尤其是与本国文化异质性较大的国家 （地区）。 Ａｌｌｅｎ
（２０１４） ［１２］将信息不对称纳入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 得出信息不对称对企业

出口目的地选择具有重要作用， 并指出信息不对称大约是近一半企业在不同国家

（地区） 价格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此外， 国家间文化差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

定性使得双方缺乏信任或承诺， 难以达成、 履行和完成交易合约。 如 Ｇｕｉｓｏ 等

（２００５） ［１３］采用 １５ 个欧洲国家的世界价值观数据库中本国居民对外国居民的印象衡

量国家间居民的相互信任度， 发现相互信任度较低的国家间贸易的频率和幅度明显

较低。 从这个角度来看， 文化异质性会阻碍双边企业之间融洽关系和相互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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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 对交易条约的完成带来不利影响， 文化异质性的增加会降低交易发生的概

率， 并在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减少贸易规模和贸易频率。
（２） 文化异质性对双边贸易流产生促进作用， 但可能得不到显现

文化异质性会通过 “消费者多样化选择” 促进贸易增长。 文化异质性差异较

大的国家， 往往民族风俗、 生活习惯差异较大， 进口国对我国产品具有较强的好奇

心和兴趣， 从我国进口更多产品， 反之文化异质性的存在会使得我国从该国进口更

多的产品以满足消费多样性需求， 称为 “消费者多样化选择路径” （曲如晓和韩丽

丽， ２０１０） ［１４］。 但也有研究认为， “消费者多样化选择路径” 可能对大部分商品来

说并不成立 （张军和陈磊， ２０１５） ［１５］。 仅是对特定少数商品而言， 外国消费者对于

文化差异较大的商品具有一定程度的偏好性， 但对大部分商品而言， 外国消费者对

文化差异较大的商品偏好性并不明显， 导致文化异质性通过消费者多样性渠道对双

边贸易流促进作用不显著。
此外， 还有文献认为， 文化异质性会通过 “贸易替代 ＦＤＩ 机制” 促进贸易增长。

对于两个文化异质性较大国家的企业， 其更倾向于通过出口贸易而非在当地设立分厂

的方式服务当地市场， 在这种机制下， 文化异质性较大的两个国家贸易更为紧密

（Ｌａｎｋｈｕｉｚ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１６］。 因为文化异质性较大国家， 其公司间组织结构、 管理

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母公司管理位于文化差距较大国家的子公司会非常困难且需要较

高的成本， 文化异质性的存在导致 “贸易替代 ＦＤＩ 机制” （Ｌａｒｉｍｏ， ２００３） ［１７］。 故从

公司服务文化差异较大的外国市场的战略选择来看， 出口可能会随着文化异质性的

增加而增加。
但是， 本文通过梳理文化异质性对 ＦＤＩ 方面的文献发现， “贸易替代 ＦＤＩ 机

制” 的影响比较有限， 甚至可能并不存在。 如 Ｇｕｉｓｏ 等 （２００５） 同时估计了文化异

质性对双边贸易和 ＦＤＩ 的影响， 发现文化异质性对双边贸易和 ＦＤＩ 均呈现了抑制作

用， 并没有得出抑制 ＦＤＩ 而促进出口的结论。 此外， 各国 （地区） 跨国企业在外

国设定子公司时， 文化异质性只是其考虑的一个方面， 并不是主要方面， 如跨国企

业到中国设立子公司可能更多考虑的是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较为优惠的政策安排

等。 即使文化异质性导致交易成本上升给跨国企业带来风险， 但跨国企业仍可以通

过合资方式进入文化异质性较大的国家， 以此来降低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 根

据以上分析， 提出假设 ２。
Ｈ２： 文化异质性对双边贸易流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若以 “贸易成本路径”

为主， 则会抑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若以 “消费者多样化选择” 和 “贸易替代

ＦＤＩ 机制” 为主， 则会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２􀆰 文化异质性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产生正效应

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交易成本大小， 文化相近的微观经济主体之间信任度较

高， 交易成本较低， 促进了专业化分工， 产品差异程度高。 反之， 文化异质性越

大， 交易成本越高， 阻碍专业化分工， 产品差异程度低 （ 高翔和龙小宁，
２０１６） ［１８］。 但是， 文化差异意味着相对优势差异， 文化异质性的存在增加了国家间

产品差异程度， 提高了专业化分工水平， 这种现象被称为 “产品差异化优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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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ｙｒｕｓ， ２０１２） ［１９］。 基于此， 本文认为文化异质性与专业化分工可能并不是非正即

负的关系， 二者具有非线性关系， 这一观点得到了 Ｌａｎｋｈｕｉｚｅｎ 和 Ｄｅ － Ｇｒｏｏｔ
（２０１６） ［２０］的证明。 文化异质性较小时， 比较优势得不到发挥， 文化异质性越大，
专业化分工越低， 产品差异程度越小， 但是文化异质性一旦越过特定门限值， 文化

异质性带来相对优势差异的收益便显现出来， 文化异质性越大， 专业化分工越高，
产品差异程度越大。 具体地， 在文化异质性较低阶段， 文化异质性越大， 中国与伙

伴国 （地区） 企业间交易成本越高， 当国内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成本小于与伙伴国

（地区） 外部交易成本时， 则在国内生产， 专业化分工降低， 进而使得产品差异程

度降低。 但在文化异质性较高阶段， 文化异质性带来的比较优势的好处大于交易成

本带来的弊端时， 专业化分工增强， 产品差异化程度上升。 因此， 文化异质性较低

阶段交易成本作用凸显， 文化异质性较高阶段比较优势发挥主要作用， 文化异质性

与专业化分工呈现 “Ｕ” 型关系 （唐东波， ２０１３） ［２１］。
根据结算货币选择理论， 具有较高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出口商往往具有较高竞争

力， 有利于出口商在谈判过程中掌握结算货币选择主动权， 提高本国货币结算比

例， 降低第三方媒介货币的使用， 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 Ｉｔｏ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ｎ，
２０１４） ［２２］。 因此， 文化异质性可以通过增强中国与伙伴国 （地区） 间的产品差异

程度来提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比例。 故提出假设 ３。
Ｈ３： 文化异质性一旦达到特定门限值， 便可以通过文化异质性增强专业化分

工水平， 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二、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根据 Ｈｅ 等 （２０１６）、 邓富华和霍伟东 （２０１６）， 将贸易的引力模型扩展到跨境

贸易结算货币选择模型中，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如式 （１） － （４）。

ＣＴＳｃ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Ｄｃｉ ＋ Ｘ′
ｃｉｔγ ＋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 ∑Ｙｅａｒ ＋ μｉｔ （１）

Ｗｃｉｔ ＝ ω０ ＋ ωＣＤｃｉ ＋ Ｘ′
ｃｉｔγ ＋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 ∑Ｙｅａｒ ＋ μｉｔ （２）

ＣＴＳｃｉｔ ＝ ρ０ ＋ ρＷｃｉｔ ＋ Ｘ′
ｃｉｔγ ＋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 ∑Ｙｅａｒ ＋ μｉｔ （３）

ＣＴＳｃｉｔ ＝ ｃ０ ＋ ｃ１ＣＤｃｉ ＋ ｃ２Ｗｃｉｔ ＋ Ｘ′
ｃｉｔγ ＋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 ∑Ｙｅａｒ ＋ μｉｔ （４）

其中， 下标 ｃ 表示中国， ｉ 表示伙伴国 （地区）， ｔ 为时间， ＣＴＳ 为跨境贸易人

民币结算额， 根据贸易类型， 将 ＣＴＳ 细分为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 （ＣＴＳ＿Ｇ）
和跨境服务贸易人民币结算 （ＣＴＳ＿Ｓ）， 核心解释变量 ＣＤ 为中国与伙伴国 （地区）
的文化异质性指数， 控制变量 Ｘ 分别包含：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ＣＧＤＰ）、 伙伴

国 （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 （ＦＧＤＰ）、 地理距离 （ＧＤ）、 汇率波动 （ＥＷ）、 是否

接壤 （Ｂｏｒｄｅｒ）、 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区域效应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时间效

应 （Ｙｅａｒ）。 Ｗ 为中介变量， 指 Ｔｒａｄｅ 和 ＶＡ ， 分别表示中国和伙伴国 （地区） 的双

边贸易流、 专业化分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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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介效应模型， 第 １ 步对式 （１） 进行回归， 检验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的影响是否存在， 若 β１ 显著， 则说明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具有影响， 称之为 “综合效应”， 包含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第 ２ 步对式 （２）
进行回归， 考察文化异质性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关系， 若系数 ω 显著， 则证明文化

异质性对中介变量有影响； 第 ３ 步对方程 （３） 进行估计得到 ρ ， 若系数 ρ 显著，
则 ωρ 为中介效应； 第 ４ 步通过对方程 （４） 进行回归， 考察双边贸易流和专业化

分工的中介效应是否完全， 即是否存在直接效应， 若 ｃ２ 显著但 ｃ１ 不显著则说明存

在完全中介效应， 存在间接效应， 不存在直接效应， 若 ｃ２ 和 ｃ１ 均显著， 则说明存

在部分中介效应， 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均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在该部分， 为了比较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及各变量影响程度， 在对式 （１） —式 （４） 进行估计之前，
对所有变量均做标准化处理。

（二） 变量测算和数据来源

１􀆰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搜集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中国与 １７８ 个国家 （地区） 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数据，
数据来自邓富华和霍伟东 （２０１７） 所用数据①。

２􀆰 文化异质性指数

首先， 在 Ｇｅｅｒｔ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官网搜集 １０３ 个国家 （地区） ６ 个维度文化分指标数

值。 然后， 基于 Ｂｅｒｒｙ 等 （２０１０） ［２３］， 采用马氏距离法测算全球 １０２ 个国家 （地
区） 与中国的文化异质性， 如式 （５） 所示。

ＣＤｃｉ ＝ （Ｘ ｉ － Ｘｃ） Ｖ －１ （Ｘ ｉ － Ｘｃ） Ｔ （５）
其中， ＣＤｃｉ为文化异质性， Ｘ ｉ ＝ （ｘｉ１， ｘｉ２， ｘｉ３， ｘｉ４， ｘｉ５， ｘｉ６） 表示 ｉ 国 ６ 个文化

维度得分向量， ｘｉｊ为 ｉ 国第 ｊ 个维度的得分， 同理， Ｘｃ ＝ （ｘｃ１， ｘｃ２， ｘｃ３， ｘｃ４， ｘｃ５，
ｘｃ６） 表示中国 ６ 个文化维度得分向量， 方阵 Ｖ 为协方差矩阵。

３􀆰 其他变量

中国和伙伴国 （地区） 双边贸易流 （ Ｔｒａｄｅ） 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专业化分工 （ＶＡ） 根据 Ｉｍｂｓ （２００４） ［２４］ 方法② 测算， 数

据来自联合国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Ｍａｉ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数据库， 中国 ＧＤＰ （ＣＧ⁃
ＤＰ）、 伙伴国 ＧＤＰ （ＦＧＤＰ） 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地理距离 （ＧＤ）、 是否接壤

（Ｂｏｒｄｅｒ） 来自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汇率波动 （ＥＷ） 来自 ＩＭＦ 数据库， 是否签署自由贸

易协定 （ＦＴＡ） 来自中国商务部网站。 为了保证变量平稳性， 本文对除了哑变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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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在 《中国工业经济》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ｒｇ） 附件下载。

②采用 ＶＡｃｉｔ ＝ ∑
Ｎ

ｎ ＝ １

ＶＡｎ
ｃｔ

Ｙｃｔ
－
ＶＡｎ

ｉｔ

Ｙｉｔ
对各国专业化分工进行度量。 其中， ＶＡｎ

ｃｔ 和 ＶＡｎ
ｉｔ 分别表示 ｔ 时期中国和伙

伴国 （地区） ｉ 部门 ｎ 的产业增加值， ｎ 为部门分类 （产业分类）， Ｙｃｔ 和 Ｙｉｔ 分别为 ｔ 时期中国和伙伴国 （地
区） ｉ 的名义总产出。 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Ｍａｉ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中可以获得 ７ 种根据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

（ＩＳ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进行分类的产业类别， 具体为： 农业、 狩猎业、 林业、
渔业 （ＩＳＩＣ Ａ－Ｂ）， 采矿业、 制造业、 公用事业 （ＩＳＩＣ Ｃ－Ｅ）， 制造业 （ＩＳＩＣ Ｄ）， 建筑业 （ＩＳＩＣ Ｆ）， 批发业、
零售贸易业、 餐饮和酒店业 （ＩＳＩＣ Ｇ－Ｈ）， 交通运输业 （ＩＳＩＣ Ｉ）， 其他行业 （ＩＳＩＣ Ｊ－Ｐ）。



外的其他变量， 如 Ｃ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ＶＡ、 ＣＧＤＰ、 ＦＧＤＰ、 ＧＤ、 ＥＷ 进行对数化处理。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综合效应

对式 （１） 进行回归得到综合效应， 如表 １。 文化异质性 （ＣＤ） 对跨境贸易人

民币结算 （ＣＴＳ） 综合效应在 １％显著水平下为－０􀆰 ２４８， 表明文化异质性增加 １ 个

标准差， 导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降低 ０􀆰 ２４８ 个标准差。 与其他变量估计系数对比

发现， 中国和伙伴国 （地区） 经济规模 （ＣＧＤＰ 和 ＦＧＤＰ） 变动 １ 个标准差对跨境

贸易人民币规模的影响程度大于文化异质性， 但文化异质性 （ＣＤ） 变动 １ 个标准

差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程度大于地理距离 （ＧＤ）、 汇率波动 （ＥＷ）、 是

否接壤 （Ｂｏｒｄｅｒ） 和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变动 １ 个标准差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的影响程度。 这间接证明了文化异质性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程中起到了较为重

要的作用， 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中鲜有文献考虑文化异质性对结算货币选择的影响，
将其忽略可能会导致模型存在一定偏误或者模型解释能力不足。 跨境货物贸易人民

币结算 （ＣＴＳ＿Ｇ） 和跨境服务贸易人民币结算 （ＣＴＳ＿Ｓ） 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与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模型一致。 因此，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 （货物和服务） 贸易人民币

结算的综合效应以负向影响为主。

表 １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综合效应 （Ｈｅｃｋｍａｎ）

变量名称
ＣＴＳ ＣＴＳ＿Ｇ ＣＴＳ＿Ｓ

选择方程 响应方程 选择方程 响应方程 选择方程 响应方程

ＣＤ
－０􀆰 ３８７∗∗ －０􀆰 ２４８∗∗∗ －０􀆰 ４０６∗∗∗ －０􀆰 ２２２∗∗∗ －０􀆰 １６２∗ －０􀆰 ２１９∗∗

（－２􀆰 ４９） （－６􀆰 ４８） （－２􀆰 ６６） （－６􀆰 １８） （－１􀆰 ７０） （－２􀆰 ４４）

ＣＧＤＰ
６􀆰 ６０ｅ＋０４∗∗∗ ０􀆰 ９０１∗∗∗ ３􀆰 ７３４ ０􀆰 ６４９∗∗∗ １􀆰 ５０１∗∗∗ １􀆰 ２８６∗∗∗

（１２􀆰 １５ｅ＋０４） （６􀆰 ６０） （０􀆰 ０２） （４􀆰 ７１） （９􀆰 ３６） （３􀆰 ０５）

ＦＧＤＰ
０􀆰 ９１９∗∗∗ ０􀆰 ６１２∗∗∗ ０􀆰 ９４２∗∗∗ ０􀆰 ６４０∗∗∗ ０􀆰 ７２９∗∗∗ ０􀆰 ７８７∗∗∗

（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５􀆰 ３３） （１８􀆰 １３） （７􀆰 ５７） （５􀆰 ６５）

ＧＤ
０􀆰 ２９９ －０􀆰 １６０∗∗ ０􀆰 ０８５ －０􀆰 １６９∗∗ ０􀆰 １６２ －０􀆰 １５８

（０􀆰 ９０） （－２􀆰 ０４） （０􀆰 ２７） （－２􀆰 ３２） （０􀆰 ７７） （－０􀆰 ９２）

ＥＷ
－０􀆰 ２２７ －０􀆰 １３０∗∗∗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４∗∗∗ －０􀆰 １０４ －０􀆰 １９０∗∗

（－１􀆰 ６３） （－３􀆰 ６２） （－０􀆰 ８９） （－３􀆰 ６９） （－１􀆰 ２３） （－２􀆰 ３６）

Ｂｏｒｄｅｒ
０􀆰 １７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１ ０􀆰 １１８ －０􀆰 ０１９

（１􀆰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３０） （１􀆰 ０７） （１􀆰 ０４） （－０􀆰 ２１）

ＦＴＡ
－０􀆰 ０４０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９９∗∗∗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７

（－０􀆰 ２４） （１􀆰 ８８） （－０􀆰 ０８） （３􀆰 １５） （０􀆰 ６１） （０􀆰 １０）
ｍｉｌｌｓ

λ（·）
０􀆰 ５６４∗∗∗ －０􀆰 ０６０ １􀆰 ３６０∗∗∗

（３􀆰 ０６） （－０􀆰 ３２） （２􀆰 ９９）
Ｎ ５２２ ５２２ ５２２

注： （１） 括号中为估计参数对应的 ｔ 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２） 表格中所有
的估计均控制了区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限于篇幅， 表格中没有报告常数项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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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间接效应

对式 （２） 和式 （３） 进行回归， 验证文化异质性是否会通过双边贸易流和专

业化分工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产生间接影响。 其中， 表 ２ 为文化异质性对双边贸

易流、 专业化分工的影响， 表 ３ 为双边贸易流、 专业化分工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的影响。
由表 ２ 可得， 文化异质性对双边贸易流的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负。 文

化异质性对中国与伙伴国 （地区） 双边贸易流影响主要以 “贸易成本路径” 为主，
文化异质性越大， 双边企业的信息搜集、 谈判成本等越高， 文化异质性减弱了双方

的贸易意愿， 降低了贸易发生的概率。 而 “贸易替代 ＦＤＩ 机制” 和 “消费者多样

化选择路径” 的影响比较有限， 进一步说明了各国跨国企业在外国设定子公司时，
文化异质性只是其考虑的一个方面， 并不是主要方面。 另外， 对于特定少数商品，
消费者偏好文化差异较大的产品， 但对于大部分商品， 消费者偏好效应并不明显。
因此， 文化异质性对双边贸易流以抑制作用为主。

文化异质性对专业化分工的二次项系数在 １％ 水平下显著为正， 印证了

Ｌａｎｋｈｕｉｚｅｎ 和 Ｄｅ－Ｇｒｏｏｔ （２０１６） 的结论。 标准化后的文化异质性 （ＣＤ） 在－０􀆰 ８３６
处达到门限值①， 当标准化后的 ＣＤ 小于门限值时， 文化异质性越大， 专业化分工

程度越低， 一旦 ＣＤ 越过门限值， 文化异质性越大， 专业化分工越高， 产品差异程

度越大， 即文化异质性和专业化分工之间呈现 “Ｕ” 型特征。 因此， 标准化后的文

化异质性 （ＣＤ） 一旦达到门槛值， 文化异质性便可促进专业化分工水平②。 为了

分析方便， 本文求解了每个 ＣＤ 值处边际效应的平均值 （平均边际效应） 为 ０􀆰 ２０５
（ ｔ＝ ３􀆰 ２９）， 并将平均边际效应作为文化异质性对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系数。

表 ２　 文化异质性对双边贸易流、 专业化分工的影响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ＬＳ）

变量名称
文化异质性→双边贸易流 文化异质性→专业化分工

Ｔｒａｄｅ Ｔｒａｄｅ ＶＡ ＶＡ

ＣＤ
－０􀆰 １７０∗∗∗ －０􀆰 １２９∗∗∗ ０􀆰 ２９４∗∗∗ ０􀆰 ２３４∗∗∗

（－３􀆰 ７１） （－６􀆰 ６０） （４􀆰 ６６） （３􀆰 ９７）

ＣＤ×ＣＤ ０􀆰 １４４∗∗∗ ０􀆰 １４０∗∗∗

（６􀆰 ３３） （６􀆰 ４１）
控制变量 Ｎ Ｙ Ｎ Ｙ

Ｎ ５２２ ５２２ ５２２ ５２２
Ｒ２ ０􀆰 １１１ ０􀆰 ８５４ ０􀆰 １５３ ０􀆰 ２７２

注： 控制变量指 ＣＧＤＰ、 ＦＧＤＰ、 ＧＤ、 ＥＷ、 Ｂｏｒｄｅｒ、 ＦＴＡ、 区域效应和时间效应， 其他与上表类似。

进一步地， 通过表 ３ 可得， 双边贸易流和专业化分工对跨境 （货物或服务）
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对比回归系数不难发现， 双边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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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①因为
􀆟ＶＡ
􀆟ＣＤ

＝ ２ × ０􀆰 １４０ＣＤ ＋ ０􀆰 ２３４， 当 ＣＤ ＝ － ０􀆰 ８３６ 时，
􀆟ＶＡ
􀆟ＣＤ

＝ ０， ＣＤ＞－０􀆰 ８３６ 时，
􀆟ＶＡ
􀆟ＣＤ

＞ ０， ＣＤ 对 ＶＡ

具有正影响， 且 ＣＤ 越大，
􀆟ＶＡ
􀆟ＣＤ

越大， 即 ＣＤ 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大。

样本中仅有 ８ 个国家 （地区） 文化异质性小于门槛值－０􀆰 ８３６， 其余 ７９ 个国家 （地区） 达到了门槛值。



易流对跨境 （货物或服务） 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作用强度约为专业化分工的 ４—５
倍。 根据文化异质性对双边贸易流的影响系数－０􀆰 １２９， 可以得出 “文化异质性→
双边贸易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传导机制的作用强度为－０􀆰 １０８ （ －０􀆰 １２９ ×
０􀆰 ８４０）， “文化异质性→双边贸易流→跨境货物、 服务贸易人民币结算” 传导机制

的强度分别为－０􀆰 ０９７ 和－０􀆰 １３６， 相比较而言， 该机制对跨境服务贸易人民币结算

的影响较大。 因此， 文化异质性对双边贸易流的影响以 “贸易成本路径” 为主，
通过抑制双边贸易流进而降低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即研究假设 ２ 得以验证。

相应地， 根据文化异质性对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系数 ０􀆰 ２０５ 进行测算， 可得 “文
化异质性→专业化分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传导机制的作用强度为 ０􀆰 ０３４
（０􀆰 ２０５×０􀆰 １６５）， 同理， 文化异质性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进而对跨境货物、 服务贸

易人民币结算传导机制的强度分别为 ０􀆰 ０３３ 和 ０􀆰 ０４５。 相比较而言， 该机制对跨境

服务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正向作用较大。 整体而言， 文化异质性通过专业化分工这一

传导机制促进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即研究假设 ３ 得以证明。 由此可见， 作为跨

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两条核心机制， 双边贸易流的中介作用强于专业化分工。

表 ３　 双边贸易流、 专业化分工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 （Ｈｅｃｋｍａｎ）

变量名称
双边贸易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专业化分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ＣＴＳ ＣＴＳ＿Ｇ ＣＴＳ＿Ｓ ＣＴＳ ＣＴＳ＿Ｇ ＣＴＳ＿Ｓ
响应方程

Ｔｒａｄｅ ０􀆰 ８４０∗∗∗ ０􀆰 ７５３∗∗∗ １􀆰 ０５４∗∗∗

（８􀆰 ０４） （９􀆰 ６８） （５􀆰 １８）

ＶＡ ０􀆰 １６５∗∗∗ ０􀆰 １６２∗∗∗ ０􀆰 ２２１∗∗∗

（３􀆰 ７３） （４􀆰 ６５） （３􀆰 ０６）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选择方程

Ｔｒａｄｅ １􀆰 ５０４∗∗∗ ０􀆰 ９２８∗∗∗ １􀆰 ０５０∗∗∗

（３􀆰 ６３） （２􀆰 ６６） （４􀆰 ５９）

ＶＡ
－０􀆰 ０２２ －０􀆰 ０８６ ０􀆰 １０９

（－０􀆰 １５） （－０􀆰 ６１） （１􀆰 ２２）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ｍｉｌｌｓ

λ（·） ０􀆰 ７８６∗∗∗ ０􀆰 ２５４ １􀆰 １５０∗∗∗ ０􀆰 ８０２∗∗∗ ０􀆰 １４４ １􀆰 ２１８∗∗∗

（３􀆰 ７７） （１􀆰 ３９） （３􀆰 ４３） （３􀆰 ３９） （０􀆰 ６５） （２􀆰 ９８）
Ｎ ５２２ ５２２ ５２２ ５２２ ５２２ ５２２

注： 同上表。

（三） 双边贸易流和专业化分工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双边贸易流和专业化分工是否为完全中介效应， 对式 （４） 进行估

计， 如表 ４ 所示。 明显地， 将双边贸易流纳入到基准回归方程中后， 文化异质性对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系数仍在 １％水平下显著， 且影

响系数均小于表 １ 的回归系数， 即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服务贸易

人民币结算系数在 １０％水平下仍不显著， 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同理， 将专业化分

工纳入到基准回归方程中后，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 （货物和服务） 贸易人民币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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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系数均在 ５％水平下显著， 且影响系数略大于表 １ 中的回归系数， 存在部分

中介效应。 根据以上分析，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 （货物和服务） 贸易人民币结算存

在显著为负的直接影响， 研究假设 １ 得以证明。

表 ４　 双边贸易流和专业化分工的中介效应检验 （Ｈｅｃｋｍａｎ）

变量名称
双边贸易流 专业化分工

ＣＴＳ ＣＴＳ＿Ｇ ＣＴＳ＿Ｓ ＣＴＳ ＣＴＳ＿Ｇ ＣＴＳ＿Ｓ
响应方程

ＣＤ
－０􀆰 １６３∗∗∗ －０􀆰 １５３∗∗∗ －０􀆰 ０９５ －０􀆰 ２４５∗∗∗ －０􀆰 ２１９∗∗∗ －０􀆰 ２０７∗∗

（－３􀆰 ８６） （－４􀆰 ５１） （－１􀆰 ２６） （－６􀆰 ４５） （－６􀆰 ２８） （－２􀆰 ４６）

Ｔｒａｄｅ ０􀆰 ７３５∗∗∗ ０􀆰 ６５０∗∗∗ ０􀆰 ９９９∗∗∗

（７􀆰 ６８） （８􀆰 ３４） （４􀆰 ９３）

ＶＡ ０􀆰 １６１∗∗∗ ０􀆰 １５６∗∗∗ ０􀆰 ２１９∗∗∗

（４􀆰 ４８） （４􀆰 ７１） （２􀆰 ８７）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选择方程

ＣＤ
－０􀆰 ２６５ －０􀆰 ３１７∗∗ －０􀆰 ０８５ －０􀆰 ３８８∗∗ －０􀆰 ４１０∗∗∗ －０􀆰 １６６∗

（－１􀆰 ５８） （－１􀆰 ９７） （－０􀆰 ８４） （－２􀆰 ５０） （－２􀆰 ７０） （－１􀆰 ７２）

Ｔｒａｄｅ １􀆰 ３８２∗∗∗ ０􀆰 ７２０∗ １􀆰 ０２４∗∗∗

（３􀆰 １９） （１􀆰 ９３） （４􀆰 ４２）

ＶＡ
－０􀆰 ０４１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３

（－０􀆰 ２７） （－０􀆰 ７６） （１􀆰 ２５）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ｍｉｌｌｓ

λ（·） ０􀆰 ７００∗∗∗ ０􀆰 １３０ １􀆰 １３８∗∗∗ ０􀆰 ６４８∗∗∗ －０􀆰 ００６ １􀆰 ２７６∗∗∗

（３􀆰 ８７） （０􀆰 ７６） （３􀆰 ５０） （３􀆰 ６４） （－０􀆰 ０３） （３􀆰 １２）
Ｎ ５２２ ５２２ ５２２ ５２２ ５２２ ５２２

注： 同上表。

（四） 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①

本文对上述估计系数和结论进行了大量稳健性检验， 首先， 采用 ＩＶ－Ｈｅｃｋｍａｎ
方法对可能存在遗漏部分变量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尽可能处理， 借鉴黄新飞

（２０１３） ［２５］的研究， 采用 １５００ 年民族间遗传距离作为文化异质性的工具变量进行估

计。 然后， 采用欧氏距离法、 ＫＳ 方法重新测算文化异质性， 以及采用分位数回归

方法对模型重新估计， 发现上述检验结果中，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影

响系数显著性、 方向均与表 １ 保持一致。

四、 进一步分析： 如何减弱文化异质性的负向影响

根据前面分析可知， 文化异质性显著抑制了跨境 （货物和服务） 贸易人民币

结算， 然而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和本币互换 （ＣＥ）② 由政府或官方部门推动， 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贸易壁垒， 降低商品、 服务和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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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降低交易成本， 同时能够给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传递一种合作、 信任的信号，
增强交流、 交往和相互信任，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文化隔阂， 减少交易的风险和不确

定性， 进而提升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正向影响以及降低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的负效应 （Ｌａｉ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６］。 因此， 本文将自由贸易协定和本币

互换与文化异质性的交互项加入到基准模型中， 探究能否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和本币

互换两种制度安排减弱文化异质性的负向影响？ 找出能够降低文化异质性负向影响

的制度安排， 对于顺利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减弱文化异质性的负面影响具有

重要的政策含义。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异质性影响 （Ｈｅｃｋｍａｎ）

变量名称
自由贸易协定 本币互换

ＣＴＳ ＣＴＳ＿Ｇ ＣＴＳ＿Ｓ ＣＴＳ ＣＴＳ＿Ｇ ＣＴＳ＿Ｓ

ＦＴＡ 或 ＣＥ＝ ０
－２􀆰 ８０２∗∗∗ －２􀆰 ７６３∗∗∗ －２􀆰 ８２５∗∗ －２􀆰 ８０８∗∗∗ －２􀆰 ７８１∗∗∗ 　 －２􀆰 ７４６∗∗

（－６􀆰 ２５） （－６􀆰 ５６） （－２􀆰 ３４） （－６􀆰 ２２） （－６􀆰 ５２） （－２􀆰 ３４）

ＦＴＡ 或 ＣＥ＝ １
－２􀆰 ２２３∗∗∗ －２􀆰 ０１０∗∗∗ －２􀆰 ８２１∗∗ －２􀆰 ５４８∗∗∗ －２􀆰 ５５４∗∗∗ －２􀆰 ４２１∗

（－４􀆰 ３１） （－４􀆰 １４） （－２􀆰 ０３） （－４􀆰 ９７） （－５􀆰 ２７） （－１􀆰 ８１）

组间系数差异
０􀆰 ５７８∗∗ ０􀆰 ７５２∗∗∗ ０􀆰 ００４ ０􀆰 ２６０ ０􀆰 ２２７ ０􀆰 ３２５

（２􀆰 ３５） （３􀆰 ２４） （０􀆰 ０１） （１􀆰 １４） （１􀆰 ０６） （０􀆰 ５６）
注： 同上表。

表 ５ 中分别报告了 ＦＴＡ 或 ＣＥ＝ ０ 的一组和 ＦＴＡ 或 ＣＥ ＝ １ 的一组以及两组之间

系数差异值及其 ｔ 值。 其中， ＦＴＡ ＝ ０ 代表双方没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 １ 代

表双方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同理， ＣＥ＝ ０ 表示双方没有签署本币互换协议， ＣＥ ＝
１ 表示双方签署本币互换协议。 结果显示，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和本币互换协议的组

别负向影响程度均小于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和本币互换协议的组别， 然而通过组

间系数差异估计结果发现， ＦＴＡ 显著减弱了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

响， 但对跨境服务贸易人民币结算影响不显著。 如前文所述， 这与我国当前签订的

自由贸易协定中以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国家间互惠机制为主有关。 ＣＥ 组间系数差异

均不显著， 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 ｔ 值均在 １􀆰 １０ 左右， 对应的 ｐ 值约为 ０􀆰 ２６，
即本币互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负向影响，
但作用较为有限。 因此， 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减弱文化异质性的负向影响， 本币互

换的作用相对有限。

五、 结论和政策启示

基于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提出的国家维度文化理论和马氏距离法， 本文全面、 准确地测度

了中国与 １０２ 个伙伴国 （地区） 的文化异质性指标， 并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选择

模型实证检验了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和传导机制。 研究结论

如下： 文化异质性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随着文化异质性的扩大，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呈现下

降态势。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程度甚至大于地理距离、 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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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 是否接壤和自由贸易协定等文献中认为较为重要变量的影响程度。 中介效

应估计结果显示， 文化异质性对中国与伙伴国 （地区） 双边贸易流产生影响主

要以 “贸易成本路径” 为主， 文化异质性减弱了双方的贸易意愿， 降低了贸易

发生的概率， 而 “贸易替代 ＦＤＩ 机制” 和 “消费者多样化选择路径” 的影响比

较有限。 文化异质性与专业化分工正相关， 和线性模型相比， 捕捉到了文化异质

性对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系数越来越大这一现象。 双边贸易流和专业化分工对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文化异质性→双边贸易流→跨境贸易人民

币结算” 传导机制的作用强度为－０􀆰 １０８， 而 “文化异质性→专业化分工→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 传导机制的作用强度仅为 ０􀆰 ０３４， 影响程度相差 ３ 倍多， 故作

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两条核心机制， 双边贸易流的中介作用强于专业化分

工。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双边贸易流和专业化分工基本上存在部分中介效

应， 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存在显著为负的直接影响。 异质性分析结

果表明， ＦＴＡ 显著减弱了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 对跨境服务

贸易人民币结算影响不显著； 本币互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文化异质性对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负向影响， 但作用较为有限。
目前，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持续加深，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仍是人民币国

际化的主要动力， 降低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负向影响对于保持跨

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平稳增长、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认

为降低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负效应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 还需

要政府进行制度安排或者适当补位。 主要的政策启示如下： 充分认识到文化异质

性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 应该通过跨文化交流、 文化 “走出去” 等方式，
降低文化异质性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负向影响。 在跨文化交流方面， 由于文

化差异的客观存在， 应该正确认识不同国家 （地区） 的文化异质性， 实施科学、
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通过 “跨文化适应” 不断使得不同主体相互理解、 彼此尊

重， 延伸互相接受的空间， 从而实现 “理解———尊重———接受” 的良性互动机

制。 在文化 “走出去” 方面， 通过举办中国文化节、 设立孔子学院等各种文化

传播途径或交流形式， 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 认识中国， 拉近与伙伴国 （地区）
的关系， 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注重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对文化异质性抑

制作用的制度安排。 应该依托 “一带一路” 倡议背景， 在综合考虑国际贸易格

局、 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基础上， 尽可能与更多国家或地区签署双边、 多边自

由贸易协定， 增强自由贸易区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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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ＴＡＤＥＳＳＥ Ｂ，ＷＨＩＴＥ 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 Ｄｏ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０，１７（２）： １４７－１５２􀆰
［６］ＴＥＳＡＲ Ｌ Ｌ，ＷＥＲＮＥＲ Ｉ Ｍ􀆰 Ｈｏｍｅ Ｂｉａ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９９５，

１４（４）： ４６７－４９２􀆰
［７］ＨＥ Ｑ，ＫＯＲＨＯＮＥＮ Ｉ，ＧＵＯ Ｊ，ＬＩＵ 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Ｍ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６，４２（４）： ４４２－４５８􀆰
［８］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Ｇ 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ｋ－ｒｅ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Ｍ］．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０􀆰
［９］ＢＥＮＥＩＳＨ Ｍ Ｄ，ＹＯＨＮ Ｔ 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Ｈｏｍｅ Ｂｉａｓ：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Ｆ⁃

Ｒ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ｔｙ Ｈｏｍｅ Ｂｉａ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８，２７ （ ６）：
４３３－４４３􀆰

［１０］ＰＯＲＴＥＳ Ｒ，ＲＥＹ Ｈ􀆰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ｌｏｗ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６５（２）： ２６９－２９６􀆰

［１１］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 Ａ Ｖ􀆰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４，１０（１）： ９－３５􀆰

［１２］ＡＬＬＥＮ 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ｅ［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２０１４，８２（６）： ２０４１－２０８３􀆰
［１３］ＧＵＩＳＯ Ｌ，ＳＡＰＩＥＮＺＡ Ｐ，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ｉａｓ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２００５，１２４（３）： １０９５－１１３１􀆰
［１４］曲如晓，韩丽丽 􀆰 中国文化商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Ｊ］ ． 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０（１１）： １９－３１􀆰
［１５］张军，陈磊 􀆰 中国出口贸易文化异质性效应研究———来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验证据［Ｊ］ ． 财贸经济，２０１５

（７）： １２３－１３６􀆰
［１６］ＬＡＮＫＨＵＩＺＥＮ Ｍ Ｂ Ｍ，ＤＥ－ＧＲＯＯＴ Ｈ Ｌ Ｆ，ＬＩＮＤＥＲＳ Ｇ Ｊ 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Ｊ］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１，３４（８）： １３９５－１４１６􀆰
［１７］ＬＡＲＩＭＯ Ｊ􀆰 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ｙ Ｎｏｒｄｉｃ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５６

（１０）： ７９１－８０３􀆰
［１８］高翔，龙小宁 􀆰 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会影响区域经济吗？ ［ Ｊ］ ． 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６ （ ２）：

６４７－６７４􀆰
［１９］ＣＹＲＵＳ Ｔ 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Ｊ］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１２（４）： １－２５􀆰
［２０］ＬＡＮＫＨＵＩＺＥＮ Ｍ Ｂ Ｍ，ＤＥ－ＧＲＯＯＴ Ｈ Ｌ 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Ｊ］ ．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９（１）： １９－２５􀆰
［２１］唐东波 􀆰 市场规模、交易成本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来自中国工业行业的证据［ Ｊ］ ． 金融研究，２０１３（５）：

１８１－１９３􀆰
［２２］ＩＴＯ Ｈ，ＣＨＩＮＮ Ｍ 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ｖｏｉｃ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Ｒ］． ＡＤＢ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４􀆰
［２３］ＢＥＲＲＹ Ｈ，ＧＵＩＬＬＥＮ Ｍ Ｆ，ＺＨＯＵ Ｎ􀆰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４１（９）： １４６０－１４８０􀆰
［２４］ＩＭＢＳ Ｊ􀆰 Ｔｒａｄ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４，８６

（３）： ７２３－７３４􀆰
［２５］黄新飞，翟爱梅，李腾 􀆰 双边贸易距离有多远？ ———一个文化异质性的思考［ Ｊ］ ． 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３（９）：

２８－３６􀆰
［２６］ＬＡＩ Ｌ Ｃ，ＹＵ Ｘ Ｒ􀆰 Ｉｎｖｏｉｃ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ｎｍｉｎｂｉ［Ｊ］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５，３８（１）： １９３－２２９􀆰

（责任编辑　 武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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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ＲＭＢ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ＬＩ Ｊｉｎｋ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Ｂｙ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ＲＭＢ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ＲＭＢ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ｓ ｅｖｅ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ＲＭＢ ｓｅｔ⁃
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ｂｉ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ＲＭＢ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ｖｉ⁃
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ｈ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ＲＭＢ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ＲＭＢ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ｔｅｎ⁃
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
ｎｅｉｔｙ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ＲＭＢ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ＲＭＢ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ｓｗａｐ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ＲＭＢ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ｂ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ＲＭＢ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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